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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职业教育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剖析了农民职业教育的起源和发展,梳理了北美洲、欧洲、亚洲等地区的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

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经验,并结合中国实践提出相应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农民职业教育主要经

历了技术推广、技能培育、素质教育三个阶段,国际先进的共性经验主要包括立体化的职业教育体

系、双元制的职业教育模式,并辅以健全的法律基础和充足的经费来源为根本保障.结合中国历史

实践与基本国情,提出以提升学历教育为基础,培养高素质农民;以健全法律体系为保障,培养法

制化农民;以创新科技手段为动力,培养现代化农民;以壮大师资队伍为根本,培养职业化农民.
关键词:职业教育;就业创业能力;国际经验;政策启示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３０７００１

1　引言

职业教育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是提高农民生活品质、推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关键问题.自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扫盲教育工作开展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７０年的农村职业教育,农民就业创业规模和质量

均取得一定的拓展和提升.相关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底,中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１１２０万人① ,

２０２１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２９２５１万人,占乡村人口的５８７％.然而,«２０２１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比达到７０５％,整体文化程度仍然较低.再加上城乡二元结构约束、综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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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弱化、资源缺乏等内外因素,导致农民虽然就业创业积极性较高,但就业质量和创业成功率不高[１],直接

影响农业组织化发展和农民可持续增收.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背景下,强化职业教育,
进一步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已成为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中国政府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农民职业教育,以提升其就业创业能力.１９６３年１０月,国务院明确提

出,重点面向农村发展职业教育.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农牧渔业部关于迅速加强农业技术培

训工作的报告»并明确规定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对象和目标定位.１９９９年６月,«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的决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开始兼顾技术培训和管理培训.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教育部等九部

门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农民职业教育要以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

展为目标任务,计划每年开展各类农民和农民工培训８０００万人次.２０２１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鼓励农民、返乡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２０２２年

４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修订,进一步肯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同等地位,从法律层面提

升了职业教育认可度.然而,中国目前农民职业教育发展仍然面临多重困境:一是生源萎缩,导致职业教育

异化为农民技能培训;二是资源配置不均,导致职业教育发展动力消退;三是城乡二元结构割裂,导致职业

教育功能弱化[２].
纵观世界,北美洲、欧洲、亚洲等地区的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方面取得很大突破

和长足进步,形成国际领先的职业教育体系[３Ｇ４].如何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指导中国职业教育提升农民就业

技能和创业能力,进而帮助其增收致富,就显得尤为重要.已有研究大多从美国、日本、德国等单一发达国

家的个性经验出发,总结其农民职业教育的先进做法,并由此得出对中国的启示[５Ｇ９].此类研究普遍存在两

点不足之处:一是由单一国家得到的典型经验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国家禀赋、教育体制及所处阶段均差异

明显,导致共性经验分析不足;二是并未结合中国农民职业教育实践与实情展开讨论,建议启示的针对性和

适用性相对薄弱.有少数研究从政府政策演变角度探讨美国、法国、日本三个国家培育职业农民的经验启

示[１０],这是职业农民培育共性经验研究的有益尝试,但农民职业教育并非仅依赖政府单一主体,而是需要全

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推动,导致此类研究结论的全面性略显不足.本文的边际贡献为:一是立足多元主体,
基于国际农民职业教育提升就业创业能力的共性经验构建以创新职业教育 “体系”和 “模式”为核心,以

“法律”与 “经费”双重保障为重点的统一分析框架;二是系统剖析中国近３０年的历史实践,统筹考虑中国

职业教育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的现实困境及国际经验启示,针对性提出培养高素质、法制化、现代化、职

业化农民的政策启示,为提升中国农民就业创业能力提供实践参考.

2　农民职业教育的起源和发展

农民职业教育可以追溯至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其核心观点认为提高

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人力资本投资.以农民为对象的职业教育,能够通过提高农民人力

资本增强其就业创业能力,优化传统生产要素配置,进而推动农业农村发展[１１].随着世界各国在理论思想和

实践应用上的逐渐演变,农民职业教育的内涵不断丰富.一般而言,农民职业教育是以农民为教育对象,以

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教育目标,以生产教育为核心、生活教育为基础、生态教育为保障的

知识、技能和道德教育[１２].农民职业教育自诞生以来,根据针对农民开展职业教育的内容、目标与方法进行

划分,主要经历了技术推广、技能培育、素质教育三大发展阶段 (图１).

２１　技术推广阶段

在工业化城镇化起步时期,农村劳动力逐渐转移,土地集中使得规模经营数量不断增加,再加上农业机

械化驱动,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增加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供应作为该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农业技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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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阶段

广需求应运而生,成为该时期农民职业教育的主要特征.该时期注重将新品种、新技术、新机械通过职业教

育传授给农民,逐渐融入农民的生产活动中,转化为新生产力,从根本上改造传统的低效农业.该阶段较具

代表性的有美国借助农村学校和非政府组织的农业项目,培训农民种植养殖技术、农机作业等,逐步建立起

农业培训和技术推广体系.

２２　技能培育阶段

伴随工业革命的扩散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推进,国内外市场竞争形势加剧,农业经营风险不断增

大,简单的技术推广已难以适应农民就业创业发展需求.农民职业培训内容和方法逐渐多元化,由农业生产

技术向经营管理技能、非农就业创业技能倾斜[１３],技能培育成为该阶段的主要特征.通过第一产业向二三产

业拓展引导传统农民向兼业农民发展,旨在打造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的培育支持体系.该阶段较具代表性

的有:日本培育和扶持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其带头创办专业化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全链

条服务;法国实行农民职业化资格认证,注重提高农民的市场经营管理能力.

２３　素质教育阶段

进入农业现代化发展时期后,农民整体规模保持平稳下降,农业发展面临农民老龄化、非农化等新瓶颈

和新约束,职业农民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主体和核心需求[１０].在此阶段,“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农民职业教

育的重点培育目标,主张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统筹推进,其特点在于全方位提升职业农民的综合

素质和产业竞争力,使其稳定适应不断创新的农业技术、生产方式和市场环境[１４].该阶段较具代表性的有:
美国的新农民发展计划,通过大学素质教育培养新农民、新人才;法国的职业农民终身学习制度,进一步提

升经营规模化和职业农民年轻化,全面提升农民综合经营能力.

3　职业教育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的国际经验

总结归纳国际共性经验是保证农民职业教育政策启示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前提和基础.纵观世界,北美洲、
欧洲、亚洲等地区的发达国家历史实践的共性经验主要体现在创新的职业教育体系与模式、完备的法律保障

和充足的经费来源.经过数十年的不断探索,发达国家逐渐建立起以创新农民职业教育 “体系”和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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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的总体框架

为核心,以 “法律”与 “经费”双重保障为重点,
以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为目标的职业教育系统

(图２).

３１　北美洲发达国家农民职业教育经验

３１１　“农业教育＋农民教育” 健全性法律基础

美国是通过健全性法律基础全面支持和保障农

民职业教育的代表性国家.早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
«莫雷尔法案»就强调通过土地资源换取大学对农

民的职业教育,首次围绕农民职业教育立法确立和

保障农民教育地位和各项权利.随后先后制定出台

包括 «史密斯休斯教育法案»«职业教育法»在内的数十部关于职业教育的法律法案 (表１).这一系列

法律法规的颁布,使得农民职业教育的法规体系不断完善,较好地保障了农民职业教育的顺利开展与持续

发展.

表１　美国农民职业教育相关法律法规

名称 时间 主要观点 主要作用

«莫雷尔法案» １８６２
　赠与土地开设大学,并开展高等农业

教育

　陆续开办以发展农业为主的州立大学,为美国农业

现代化提供人才储备

«史密斯利费农业推广法案» １９１４
　建设农业推广站,用于推广新研发的

农业技术

　以 “科研、教育、生产”为主的农业发展体系逐渐

建立完善

«史密斯休斯教育法案» １９１７ 　资金支持中等职业教育建设发展 　首次从法律角度稳定了中等职业教育的资金来源

«职业教育法» １９６３
　给予不同年龄段人民以平等接受高等

教育的机会

　打破以往职业教育的局限,进一步扩大职业教育的

对象范畴

«哈奇法» １９９７ 　资金支持农业实验站和农业科研活动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研发和转化,加速美国农业现代

化进程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３１２　“教育 科研 推广” 一体化培育体系

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一直是美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环节.一是美国的农业大学或学院是农业教

育、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有机统一体,大学教授在从事教学科研的同时,广泛从事农业科技推广、示范、
咨询等工作;二是设立集培训、科研和推广于一体的农业实验站,核心任务是将农场运营和管理相关经验知

识教授给农民并对其生产技能提供指导,通过农民职业教育及时将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农业生产力,较好地

实现了 “教育 科研 推广”一体化培育.

３１３　“政府 机构 农民” 多渠道经费来源

稳定多元的经费来源是美国农民职业教育的有力支撑.通过国家财政拨款为农民职业教育提供资金支

持,保障经费稳定性,同时利用农业贷款、利息补贴等方式,激励企业、协会等非政府机构参与农民职业教

育,再加上私人捐助,形成多渠道、多体量的经费支持体系.此外,为保证农民职业教育发展适应市场需

求,美国在经费方面多次进行改革.例如,成立中高职联盟,开展一体化资助;设立竞争性拨款机制;设立

高效能职业教育项目奖励机制等.

３２　欧洲发达国家农民职业教育经验

欧洲普遍重视对农民的职业教育,且以德国、法国、英国、瑞士为首[１５].其中,德国的农民职业教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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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发达且极具代表性,被称为 “强国的秘密武器”,其先进经验主要表现为多层次立法保障、双元制教育模

式、系统化管理机制.

３２１　多层次立法保障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德国围绕职业教育陆续颁布了包括 «联邦职业教育法» «企业法»在内的十余

部法律法规,全方位保障了农民职业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其中,１９６９年通过的 «联邦职业教育

法»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开展农民职业教育的义务,将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制度确立下来,成为德国农民

职业教育最基础的法律.再加上１９７６年通过的 «职业训练促进法»,二者对职业教育的范围、技术标准、考

核制度以及受教育者权利义务均做出明确规定.

图３　德国农民职业教育双元制模式

３２２　双元制教育模式

双元制教育模式属于互通式教育方

法,是德国农民职业教育的典型[５].所谓

双元制,一元是农民在学校学习理论知

识,另一元是在农业企业或培训农场生产

实践,将就业体制和教育体制有机结合

(图３).德国 «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
就业者必须先接受正规的职业教育.因

此,一名合格的职业农民需接受３年中等

农业职业教育和更长的农场实习,每周开

展３~４天农场实践,１~２天理论学习,
以生产实践为主,理论学习为辅.最终通

过专业考试,取得 “农业专业工人”资

格,获得 “农业师傅证书”,使得理论教

学和实践应用紧密结合,学用一体.其

中,双元制职业教育经费由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农民免费接受教育,奠定了德国农业发展的坚实基础[１６].

３２３　系统化管理机制

德国农民职业教育由学校、专业协会、合作社、教会等多个机构共同承担,主要涵盖基础教育、职业培

训、成人教育等多种形式.１８世纪初建立的泰尔农业学校 (１８０６年由泰尔阿尔伯特创办)和霍恩海姆农

业学院 (１８１８年由舒尔茨创办),成为德国农民职业教育向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标志,逐渐形成以科研机构联

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 (BIBB)为主,政府机构为辅,基金会和社会文化机构共同参与的 “一主多元”非

学历职业教育体系[５].同时,负责农民职业教育的组织机构涵盖科教部、州级政府、农业企业或农场等多个

层级,逐渐形成系统化、全覆盖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

３３　亚洲发达国家农民职业教育经验

亚洲发达国家中,日本是通过农民职业教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典型代表[１７],其先进经验主要围绕自主性

农民、农民能力开发等主题展开[１１],包括立体化教育体系、科技化教育模式、市场化教育实践.

３３１　立体化教育体系

日本农民职业教育突出表现为以 “人”为本的学历教育,注重农民素质教育和人格教育,将其视为兴国

之本.日本政府鼓励部门、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多层次、多形式开展职业教育,自上而下逐步形成

文部科学省 (学历教育)主导、农林水产省 (非学历教育)补充、农协落实、其他民间机构参与的立体化农

民职业教育体系[１８] (图４).此外,日本还注重引进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农协、农业

改良普及中心等社会组织,不仅教授农民先进农业技术和生产经营专业知识,还在农民保健、生产生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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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实现农民综合素质的全方位提高[１９].

图４　日本农民职业教育体系

３３２　科技化教育模式

日本十分重视发达的网络咨询和便利的信息服务,为农民提供了充分的科技支持.在教育教学和农技推

广上,广泛使用计算机、卫星等现代化系统设备[２０].尤其注重农民的终身教育和开放教育,通过设立广播大

学,有效应用现代网络技术来建立终身教育的开放式模式,既能够保证不同背景农民的共同实时学习,还可以

通过复播模式满足非实时学习.各级政府注重对信息网络建设的资源投入,并建立系统性网站,用以推广新技

术、介绍新产品、传达新需求,引导农民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市场信息,为其提供广泛的就业创业机会.

３３３　市场化教育实践

日本农民职业教育倡导以农技推广为重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面向实践设置课程,培养适应社会需求

的多层次农民人才.其中,农林水产省重点培养农民骨干管理人才;农业职业学校兼顾农民的种植养殖基本

技能和生产经营专业知识,努力打造职业化农民队伍;农民短期培训班主要面向学习能力较强的青年农民,
推广实用性强、见效快的农业技术,提高职业教育的效率和效益;农业讲习所则是覆盖所有农民.面向市

场,分层次、有重点地开展农民职业教育,既是立足于日本人口多、资源稀缺且老龄化严重的基本国情,也

是提高农民职业教育精准性和有效性的典型借鉴.

4　职业教育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的中国实践及政策启示

上文针对国际先进经验做了系统性梳理和总结,但此类经验并非可以直接借鉴以指导中国实践,而是要

结合中国在实践中所体现的特殊性以及这类特殊性对农业职业教育提出的新要求,针对性提出政策启示,以

适应中国职业教育发展.

４１　职业教育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的中国实践

中国农民职业教育包括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培训和从事非农生产的教育培训[２１],在农村政治、经

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促进农民政治社会化,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二是改变农村经济

增长方式,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三是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为城市化有效转移农村劳动

力[２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职业教育的实践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农业技术培训阶段、新型农民培育

阶段、高素质农民培育阶段[２３Ｇ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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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　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 以 “绿色证书” 为代表的农业技术培训阶段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为突破农民科学技术素质较低、接受和运用农技能力较差、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

用率低等困境,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尝试实施 “绿色证书”制度.绿色证书,即农民技术资格证书,是中国

农民技术教育事业关于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典型实践.该制度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试点,覆盖２７
个省,３００余个县,２０余万名农民.１９９４年３月,«关于实施 “绿色证书工程”意见的通知»的发布,标志

着中国开始全面实施 “绿色证书”工程.２００１年后,逐步实现规范化、制度化①.但相较于发达国家完备的

立法 “硬约束”而言,总体上该制度属于一种 “软认证”,并非农民从事农业工作的关键门槛,且持证农民

并未享有实际意义上的政策倾斜,导致该项目逐渐衰落.

４１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 以 “阳光工程” 为代表的新型农民培育阶段

阳光工程本质上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该项目于２００４年由农业部、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共同启动

实施,初衷是为准备进入二三产业的农民工提供短期职业技能培训.截至２００６年８月底,该项目共计培育

农村劳动力７２０万人,转移就业率达到８７５％.２０１４年 «农业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农业职业教育工作思

路及要点»发布后,该项目培训内容逐渐向农业技术和公共基础知识拓展,开始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然

而,由于阳光工程对培训对象要求严格,相较于发达国家 “普及率广”和 “经费来源充足”而言,生源严重

不足,招生较为困难,再加上培训目标定位不清,经费来源不稳定,项目成效有限.

４１３　２０１２年至今: 以 “新型职业农民” 为代表的高素质农民培育阶段

新型职业农民概念由２０１２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连续六年中央一号文件重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均将其视为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２０１７年１月,农业部在 «“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中

提出,加快构建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并在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重

点工程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划.截至２０２０年,全国登记农村 “实用型”人才数量达到２２５４万人,较２０１５年

增长７７２％.但就目前来看,中国高素质农民培育仍然存在 “重培训、轻培育”“重技术、轻经营”等问题,
相较于发达国家,并未形成系统性、全面性教育体系,难以达成高素质农民培育目标.

４２　中国职业教育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的政策启示

根据职业教育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的中国实践历程可见,在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人才振兴战略

背景下,农业农村现代化对职业教育提出新要求,即发展以高素质农民为核心目标,以法制化和现代化农民

为基本内容,以职业化农民为重要主体的现代化职业教育.

４２１　以提升学历教育为基础, 培养高素质农民

职业教育是建立在学历教育基础上的素质教育和终身教育.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不能仅依靠职业教

育,还要基于农民自身的学习能力和主观能动性,这主要得益于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为首的学历教育成

果.学历教育规模的扩大、质量的提高,直接关系到职业教育的效率.因此,应进一步重视学历教育的基础

性作用,以农民综合素质全面提升为前提,推动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有机衔接[２５],拓宽技术技能

型人才多元化培育路径和渠道.结合学历教育,围绕 “学校＋合作社＋农民”合作育农模式、 “项目＋就

业＋创业”协同助农载体,积极探索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

４２２　以健全法律体系为保障, 培养法制化农民

健全完善的立法保障是众多发达国家高水平职业教育的典型特征.不仅需要供给端细化巩固提升农民职

业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具体方案,涵盖农民职业基础教育全阶段和全类别,明确职业教育涉及主体的权利

和义务,确保资金来源和监管机制的制度化和多元化,保证其供给稳定性和规范性;还要从需求端同步提高

社会公众和农民的职业教育法制意识,普及推广农民职业教育的基础法律知识与平等地位,推动不同层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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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职业教育有效贯通,保障农民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有效性.

４２３　以创新科技手段为动力, 培养现代化农民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创新和人才的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重要标志.农民职业教育要体现创新性和前瞻性,以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根本遵循,以数字化变革为主要驱

动力,结合农民对新知识、新技术、新品种的需求.一是创新农民职业教育模式,充分挖掘数字技术优势,
积极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农民职业教育领域的应用和推广,提高教育效率和效益,探索不同

类别、不同地区、不同禀赋的职业教育模式,增强农民职业教育的适用性和精准性.二是通过高校、研究

院、科技平台等多渠道推动科技成果有效转化,降低农民享用科技成果的门槛,提高科技创新的普惠性.

４２４　以壮大师资队伍为根本, 培养职业化农民

增强农民职业教育协调性、均衡性,优化师资合理布局是必然要求.一是优化配置农民职业教育师资内

部要素,增加农业农村急需技术、技能领域的职业教育师资供给,优化不同职业、不同类别师资在农民职业

教育体系中的均衡布局,加强涉农职业院校的师资建设,支持优质涉农高职院校开设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培

养职业化高水平农民.二是农民职业教育师资在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针对职业教育欠发达地区,加大政策

支持和资源投入,通过校地、城乡、地区之间的协同联动,实现农民职业教育师资共建共治共享,推动地区

农民职业教育提质增效、协调均衡发展.

5　结论

农民职业教育是提升其就业创业能力的有效举措,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

手.科学制定和实施激励相容的农民职业教育政策有助于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本文系统回顾了农民职业教育的起源和发展阶段特征,以及国际上农民职业教育

提升就业创业能力探索过程中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并结合中国历史实践提出政策启示.
本文认为,农民职业教育主要经历了传统农民导向的技术推广、兼业农民导向的技能培育、高素质农民

导向的素质教育三个阶段,为实现高水平职业教育以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国际先进的共性经验主要包括

立体化的职业教育体系、双元制的职业教育模式,并辅以健全的法律基础和充足的经费来源为根本保障.结

合中国历史实践与基本国情,农民职业教育应当以提升学历教育为基础,以健全法律体系为保障,以创新科

技手段为动力,以壮大师资队伍为根本,着重培养高素质、法制化、现代化、职业化农民.
本文的相关结论对于发展职业教育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

示.第一,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以提升农民就业创业能力为根本目标,建立健全现代化农民职业教育体系,
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第二,为提高农民职业教育成效,应瞄准新生代农民群体,着力提升农村基础教育

质量,增强农民学习能力,并将职业教育贯穿农民全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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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tionalEducationImprovestheEmploymentandEntrepreneurshipAbilityofFarmers:

InternationalExperienceandPolicyEnlightenment
HUYuan　LIJie　GAO Ming

Abstract:Vocationaleducationpromotestheemploymentandentrepreneurshipabilityoffarmers,whichisofgreat
significancetocomprehensivelypromoteruralrevitalizationandsolidlypromotecommonprosperityThispaperanalyＧ
zestheoriginanddevelopmentoffarmers’vocationaleducation,combsthemainexperienceofdevelopedcountriesin
NorthAmerica,Europe,Asiaandotherdevelopedcountriesintheprocessofvocationaleducationdevelopment,and
putsforwardcorrespondingpolicyenlightenmentincombinationwithChina’spracticeTheresearchresultsshowthat
thefarmervocationaleducationhasmainlygonethroughthreestages:technologypromotion,skillcultivation,and
qualityeducationTheinternationaladvancedcommonexperiencemainlyincludesthreeＧdimensionalvocationaleducaＧ
tionsystem,dualsystemvocationaleducationmodel,soundlegalbasisandadequatefundingsourcesBasedonChiＧ
na’shistoricalpracticeandbasicnationalconditions,thefollowingsuggestionsareputforward:cultivatehighＧquality
farmersonthebasisofimprovingacademiceducation;cultivatelegalizedfarmerswithasoundlegalsystemasthe
guarantee;cultivatemodernfarmerswithinnovativ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meansasthedrivingforce;cultivate
professionalfarmersbasedontheteamofgreatmasters
Keywords:VocationalEducation;Employment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InternationalExperience;

Policy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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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政策演化、理论逻辑与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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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高质量就业是推进农民市民化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冠疫

情发生以来,新生代农民的就业质量出现了诸多问题,备受关注.本文在梳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城

市就业 历 史 政 策 演 化 的 基 础 上,给 出 保 障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高 质 量 就 业 的 内 在 理 论 逻 辑,利 用

CMDS２０１８数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现况与特征,选择美国、巴西、日本、印度等典型代表性

国家进行国际经验总结.研究结果表明:①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政策演化经历了 “完善就业

保障→推进职业培训→强化乐业融入”的过程.②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内在理论逻辑是

实现职业技能、收入水平提升和农民市民化的本质要求.③职业技能和受教育水平反映的人力资本

质量偏低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主要内因,就业稳定性差、就业行业面窄和区域性跨

度大是新生代农民就业的重要特征.④总结出美国措施、巴西方案、日本模式、印度经验等国际

经验,各国都注重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基于此,本文提出保障中国新

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几点措施: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新职业新技术培训,提高就业质量;完善

新生代农民 工 的 社 会 保 障 体 系,稳 定 就 业 时 限;逐 步 提 升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理 论 素 养,增 加 就 业

潜力.
关键词:共同富裕;高质量就业;新生代农民工;政策演化;理论逻辑;国际经验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３０７００２

1　引言

疫情后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提升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热点话题,也是实现居

民共同富裕目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进中国式城市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健全就

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重点群众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困难群众就业兜底帮扶.”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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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期内,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等 “重点群众”的高质量就业是城市稳岗就业的核心内容,对于稳定就业大

局、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至关重要.一方面,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就是缩小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报酬差

异,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属于中国城乡社会转型中低收入群体的典型

代表,保障其高质量就业、实现收入水平提升已经迫在眉睫.依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２１年发布的 «农民工监测

调查报告»(以下简称监测报告)数据可知,２０２１年中国新生代农民工 (１６~４０岁)人数达到了１４１亿人,
占农民工群体总数的４８２％,群体数量庞大.国家卫健委最新微观调查数据２０１８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调查数据 (CMDS２０１８)的统计结果显示,６８５０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月均收入为４３５８１１元,虽然高于

２０１８年全体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３７２１元,但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据CMDS数据

库的统计,虽然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的农民工小时工资的绝对数在不断提高,但仍然比就业稳定的城镇职工低

３０％.总之,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必然属于稳岗就业政策中的 “重点群众”,其绝对工资水平仍然

偏低,提高就业质量有助于稳定收入来源与推进居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

的主力军[１],但却在中国式城镇化征程中面临着 “回不去村也留不下城”的现实尴尬困境[２]. “留不下城”
的内在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不高[３]、稳定性差、风险较大,无法正常承担城市高房价与生活成

本,无法短期内实现 “安家落户、安营扎寨”.２０２１年监测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行业主要集中

于 “流通和生产生活及社会公共服务两个部门”,占比高达７７０４％;职业类型集中于 “一线劳动者”,占

６６８１％[１];行业与职业类型影响了就业稳定性和收入水平.“回不了村”的根本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多数

多年远离农业农村,对于土地与农业产业相对 “陌生”,主观上不愿意回到村庄居住与生活,客观上回到乡

村也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属于 “离乡离农又离土”的进城务工群体,落户城市的意愿比老一代农民工更

高[４].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就是将这部分 “农民”变为 “市民”,而首当其冲的目标是解决与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的高质量就业问题[５].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影响就业质量提

升的因素、提升的策略与就业质量指标测量三个方面.一些研究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影响

因素,总结起来可以归结为心理资本[６]、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等[７].社会资本存量匮乏与人际网络单一被

认为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８].丰富多样的社会资本能够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就业信

息、降低就业成本、维护合法权益[９],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

险均有正向影响[１０].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型、收入的稳定性、加班时长等因素也被认为是就

业质量偏低的重要因素[１１].而社会认同[１２]、社会融入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

提高[１３].郭庆将社会融入分为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

度[１４].与上述影响因素相对应的提升策略包括扩展社会资本存量[１５],参加教育培训和提高受教育水

平[１６],完善劳动法律政策、加强技能培训、优化就业服务与健全民主管理机制等[１７].除了强化职业技

能这种 “显性”的方式以外,放宽户籍政策、提高社保水平[１８]、提升人力资本投资、创新信息渠道等

方式均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 “可雇用性”能力[１９].就业质量的测量指标与区域差异也逐渐被关注

到.林竹的研究较早采用心理感受、月薪、家庭与工作的和谐度、就业中是否被歧视、是否参与管理

以及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等多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进行测量[２０].李泽媛等从职业与工作

安全、身体健康与工作福利、职业技能的发展上升空间、对就业行业的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评价,得出

中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东部质量最高,西部次之,
而中部最低[２１].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多从社会资本、社会融入、技能培训、教育水平等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

就业问题,并据此提出了相对应的策略,也有少量研究尝试构建指标体系用以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

问题.已有文献仍然忽视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一是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数量到底有多少? 有何就业特

征? 二是历史上,中国政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提升出台了哪些重要的政策? 效果如何? 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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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逻辑也仍未十分清晰.三是新冠疫情以来,农民工群体、个体工商户等由于人力资本水平低、就业行

业技术水平低,受到影响也最为严重[２２].后疫情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又会发生哪些新的变化,对

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何种职业影响最为严重? 四是更为重要的是,国外典型的移民工人政策和模式是否能给

予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一些重要的经验与启示? 这一系列问题亟待回答,一些基本的事实亟待澄清.
与已有文献不同的是,本文梳理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就业的政策历史,阐释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高

质量就业的内在理论逻辑,统计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数量,总结了其就业特征,并在借鉴美国、巴西、日

本、印度等典型的就业提增模式和系列民工政策的基础之上,分析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困境和

特征,最终提出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解决思路.

2　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政策演变

２１　内涵界定

　　厘清新生代农民工的内涵是探讨该群体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前提.“农民工”一词最早于１９８４年提出,指

离开农业从事其他非农产业的农民群体[２３],属于 “产业工人”;直到２００１年 “新生代农民工”一词才被明确

提出[２４].如何区别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民工群体呢? 学者们主要在出生时间上进行划定以区别,将农民工分为

“新生代”与 “老一代”两类,多数学者以１９８０年为时间节点.如苏伟琳与林新奇认为,在１９８０年之后出

生的农村居民进城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力群体,属于新生代农民工[２５].但王春光依据不同代际外出务工的动

机不同,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算作第一代,外出动机仅是寻求就业机会,而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次外出的被认为是新生代农民工,其外出动机是融入城市[２４].为统一认识,出于对年龄、户籍、
职业、生活地域等的考量,本文将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生在农村、现拥有农村户籍,从事６个月以上的非农职业

并生活在城镇的成年劳动力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出生年限、户籍、职业、生活地域以及工作时间等方

面的限制,可以剔除进城落户的农民工,为准确统计农民工群体数量的基础.回顾历史,党和政府对新生代

农民工群体给予特别关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具有典型的阶段性特征.

２２　政策演变

在参考刘洪银与田翠杰[２６]研究的基础之上,从新生代农民工被提出的时间节点出发将历史上相关政策划

分为三个阶段 (表１).

２２１　第一阶段: 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就业保障制度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
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快速腾飞,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的城乡流动,农民工数量从７０００多万人快速增加

到２２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从３８００多万人增加到１１亿人,占农民工群体的一半.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

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就业,新增就业岗位严重不足,给当时的城市交通、卫生、医疗、治安、环境等多方面造

成了巨大的困难.户籍分离让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群体就地就医、购房、子女落户上学等不能享

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引发了众多社会性问题.为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盲目流动和维持社会秩序,党和政

府的政策开始偏向于引导农民工有序进城、合理就业,开始出台临时身份证、许可证等进行限制,并在此基

础之上发展为就业登记制度,并推动户籍改革与完善就业保障制度.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提出

要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要全方位保障农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与奋力实现农民工的安家落户,取消了

歧视性政策规定.能快速提高农民工技能和收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应运而生.２０００年 «关于促进

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要确保进入城镇的农民在子女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

民同等待遇.随后国家出台了落户政策、增收政策、保障公共服务政策.２００８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从法律上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进城农民工的各项合法权利进行了保护.２００９年开始明确支持包

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群体返乡就业、创业,多渠道创造就业条件.此阶段相关政策虽然没有直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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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生代农民工,但从就业、制度、环境、财政、公共服务与创新创业等多方面、全方位保障全体农民工群

体的就业质量.

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２２年新生代农民工政策演变

阶段划分 文件政策 重点内容 时间 主要特征

第一阶段:
完善新生

代农民工

群体的就

业保障

制度

　«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

的通知»

　遵循不同代际农民工的意愿,自愿办理城镇户口

切实保障其合法权利在入学、参军、就业等

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不得实行歧视性

政策

　«关于做好２００２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

见»
　第一次出台专门针对农民工就业的政府文件对

待两代农民工要公平、合理引导、搞好服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

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第一次专门就促进农民进城务工下发的国家层面文

件;取消 进 城 就 业 限 制,打 通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进 城

通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 　安排专项财政经费扶持农民工培训工作

　«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见» 　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增加农民工群体收入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建立惠及全体农民工群体的公共服务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从法律上规定了保护全体农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

　２００９年中央一号文件 　支持农民工群体的创业就业:返乡或就地就业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统一城乡劳动力

市场与全方位保障

农民工就业

第二阶段:
解决新生

代农民工

就业问题

及推进市

民化

　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

　«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党的十八大报告

　 «国 家 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

作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２０１６年中央一号文件

　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

　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

　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件

　«关于督促落实１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

户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

　２０２０年中央一号文件

　２０２１年中央一号文件

　首次使用 “新生代农民工”提法,要求着力解决新

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等多项问题

　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条件,在城市住有所居

　放宽户口迁移限制,鼓励外来人口迁入和定居,将

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流动人口逐步实现本地化

流动人口享有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同等权益

　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群体的市民化,加快户籍制

度改革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群

体的市民化机制

　加快发展农村新成长劳动力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

业教育,完善和落实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的政策

　努力实现１亿人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

在城镇落户促进新生代等全体农民工梯度转移

　实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面临的突出问题

　将进城落户的新生代农民在内的农业转移人口全部

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新生代农民在内

的农村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就业和增收稳定农民工

就业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能力

　稳定全体农民工的就业享受均等化公共就业服

务执行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制度

　继续实施全体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推动在县域就

业的农民工就地市民化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首次提及新生代

农民工群体及群体

就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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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阶段划分 文件政策 重点内容 时间 主要特征

第三阶段:
新生代农

民工群体

的乐业安

居与融入

城市

　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

　落实各类 (新老两代)农民工稳岗就业政策实

施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提升行动大力开展适合

农民工就业的技能培训和新职业新业态培训

　党的二十大报告 　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群体农民工市民化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 (２０２２—２０３５年)»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提高市民化质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稳增长、稳就

业、稳物价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

　高质量就业保障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市

民化

　　注:作者自制.

２２２　第二阶段: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与推进市民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
此阶段,国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相关政策发生了重心偏移,由 “全方位保障”过渡到 “全面解决问

题与推进市民化”阶段.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使用 “新生代农民工”一词,并明确要求富有针对性地

解决该群体的系列问题.此后,系列文件围绕稳岗就业、就业收入提增、就业职业培训开展、创业就业、就

业服务均等化以及放宽户籍限制等方面具体展开.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重申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

体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方面,为化解前一阶段末期金融危机带来的新生代农民工失业问题,政府开始引导鼓

励一批懂技术、有资金的失业青年农民工返乡创业.另一方面,对于那些 “回不去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和

有条件落户城镇的农民工群体而言,创造条件让其在城市稳就业乐安居.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推进

农民工市民化,并指出通过强化职业教育以提升就业质量.户籍制度的完善与政府政策利好使得新生代农民

工在就业地能享受同等的社会权益,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安居的意愿,工资拖欠 “黑名单”制

度等可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２０２１年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了采用 “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的

解决思路.此阶段针对落户意愿较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给出了系列解决就业质量提升等重要政策,帮助群

体技能提升,保障了该群体收入的稳步提增,为后一阶段的市民化融入打下坚实的基础.

２２３　第三阶段: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乐业安居与融入城市 (２０２２年至今)
新冠疫情给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 “不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疫情对社会群体的

就业冲击日渐突显,而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受到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社会群体之一[２７Ｇ２８].此阶

段,实施 “稳岗就业”政策以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有助于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融入城市

生活的进程.为此,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实施与强化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消

除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乐业安居与完全融入的前提是收入提

增与稳定,这必然要依靠高质量就业.中国式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真谛是不仅要让大多数长期在城市生活的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能够安居乐业,而且享受同等市民待遇,更要 “完全融入”城市,彻底市民化.党的二十大

报告也指出,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为未来一段时期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了政策支撑.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政策演化经历了 “完善就业保障→推进职业培训→强化乐业融入”的

过程.党和政府密集出台了系列有利政策,积极推进户籍、就业、医疗、社保、住房、教育等多方面全方位

的配套改革措施,政策目标实现了从单一目标向终极目标 (鼓励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转变.新生代农民工群

体的就业状况逐渐被政府和学术界重视,新生代农民工也被寄予融入城市、彻底市民化的厚望[２９].那么,缘

何要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呢? 内在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逻辑必须予以清晰.

3　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理论逻辑

与计划经济不同的是,自由的市场经济鼓励乡城劳动力的跨区域配置,为实现最优要素配置,那些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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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技能丰裕的个体会获得更为稳定的岗位和更多的劳动力报酬,这是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基础.为此,有

必要从人力资本、就业收入、城市融入三个方面阐释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理论依据.

３１　从 “稀缺到富余”:提升人力资本

图１　理论逻辑

由人力资本理论可知,人力资

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最

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发挥最大

潜能以实现个体人力资本最大化.
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离不开人

力资本的投资,当前提升人力资本

最直接有效的投资就是职业劳动技

能和知识水平的投资 (图１).实现

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前提是新生代农

民工本身需要提升人力资本. “打
铁还需本身硬.”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要实现从职业技能 “稀缺到富余”的突破.新生代农民工群

体在２０２１年已经占据农民工总量的４８２０％,但其中５６％以上的仅为初中学历,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

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还远不足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大潮.已有文献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人力资

本处于低水平,技能、经验也处于低水平[３０].因此,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首要目标就是提升该群

体的人力资本.

３２　从 “生存到富裕”:减少低收入群体

共同富裕理论的本质要求是千方百计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高等收入群体数量.尽管２０２１年

农民工平均月收入达４４３２元,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然属于城市中生活的低收入群体.CMDS的统计数据显

示,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农民小时工资仍然比就业稳定的城镇职工低３０％.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边际回报

率显得尤为重要 (图１).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内,必须通过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提高工作

的稳定性和收入的水平,才能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从满足 “生存”到达 “富裕”.刘世锦等通

过测算得出,现阶段进城农民工是国家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应该重点关注的人群,必然成为扩大中等收入

群体的主要对象,而提高群体收入的关键在于提升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力资本,以推进收入结构转

型[３１].为此,通过高质量就业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回报效率,增加群体收入,是未来实现共同富裕

伟大目标的必由征路.

３３　从 “农民到市民”:助推市民化进程

由配第 克拉克定理可知,随着经济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农业产值占比逐渐下降,农业产业中

所需的劳动力也必然大幅下降,剩余劳动力要素必须要转移到城市的其他行业.人力资本强弱对于农民工选

择返乡、留城务工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低、劳动年限长、具有农业技能的农民工更偏向返乡[３２].显然,就

新老两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融城意愿更强[４];如果继续让新生代农民工保持现有人力资本

状态,获得的工资水平往往难以应对大城市的高房价、高消费等城市融入成本,那未来的中国式城市化之路

将困难重重.市民化进程反映了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状,人力资本因素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具有直

接的显著影响[３３].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就业岗位、劳动力大量剩余等的推力和城市高劳动报酬、多就业岗

位、劳动力稀缺等的拉力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流向城市的重要因素,但同时城市高水平的生活条件、公共福

利不均等、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知识技能等条件也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推进新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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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是实现 “农民变市民”、最终融入城市的核心路径.
本文认为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内在理论逻辑在于:从人力来讲,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

技能从 “稀缺到富余”;从收入来看,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从 “保障生存”到 “逼近富裕”;从融

入来讲,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福利均等,“变农民为市民”.然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数量与就业特征到底如何?

4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数量与就业现况

４１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数量统计推断

　　目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数量的统计文献较少.为此,本文进行了统计推断,表２显示了２００１年

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数量.统计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人数从２００１年的４１２４６８万人迅猛增长到

２０１８年的１４８５０５４万人,年均增加外出劳动力５９５８８万人.随着国家 “返乡创业”政策与新冠疫情的暴

发,不少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数量有所下滑,２０２１年减少至

１４０９８９８万人.已有文献也进行了论证,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群体、个体工商户、应届毕业生等

由于人力资本水平低、就业行业技术水平低,受疫情影响严重;疫情之初,对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影响是不

能返岗就业,聚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能按期返岗,普遍滞留在村,收入水平降低[３４].疫情

中,大批城市服务业、流通业受到较大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工作岗位随之大幅减少,外出务工困难,该

群体家庭返贫的风险大幅增加[３５].显然,如何保障新生代农民群体的就业质量,稳步提高其收入水平,已经

成为后疫情时代重大的社会性问题,亟待解决.那么,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现况与特征如何呢?

表２　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数量统计

年份
农民工数量/

万人

新生代农民工数量/
万人

占比/

％

月收入/
(元/人)

２００１ ８３９９ ４１２４６８ ４９１１ —

２００２ １０４７０ ５１４１７３ ４９１１ —

２００３ １１３９０ ５５９３５４ ４９１１ —

２００４ １１８２３ ５８０６１８ ４９１１ —

２００５ １１５２７ ５６６０８２ ４９１１ —

２００６ １３１８１ ６４７３０８ ４９１１ —

２００７ １７８６１５ ８７７１６４ ４９１１ —

２００８ ２２５４２ １１０７０２０ ４９１１ １３４０
２００９ ２２９７８ １１２８４３１ ４９１１ １４１７
２０１０ ２４２２３ １１８９５７２ ４９１１ １６９０
２０１１ ２５２７８ １２４１３８３ ４９１１ ２０４９
２０１２ ２６２６１ １２８９６５７ ４９１１ ２２９０
２０１３ ２６８９４ １２５２８００ ４６５８ ２６０９
２０１４ ２７３９５ １２８７５６５ ４７００ ２８６４
２０１５ ２７７４７ １３４５７３０ ４８５０ ３０７２
２０１６ ２８１７１ １４０００９９ ４９７０ ３２７５
２０１７ ２８６５２ １４４６９２６ ５０５０ ３４８５
２０１８ ２８８３６ １４８５０５４ ５１５０ ３７２１
２０１９ ２９０７７ １４７１２９６ ５０６０ ３９６２
２０２０ ２８５６０ １４１０８６４ ４９４０ ４０７２
２０２１ ２９２５１ １４０９８９８ ４８２０ ４４３２

　　注:农民工数据: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的数据来自江立华[３６]的研究,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的数据来自纪月清等[３７]的研究,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的数据来自

中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的数据来自历年监测报告.新生代农民工数据: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的数据来自历年监测报告;其余年份数据无法

查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大致依据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占比的均值与农民工总数的乘积推断.月工资数据来自历年监测报告. “—”表示数据

缺失.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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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现况与特征

历年监测报告显示,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人数总体减少、呈现下降趋势,仅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新生代农民工人数下降６０４万人 (表２),这表明受疫情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受到巨大冲击.与此同时,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率也大幅下降.表２显示,２０２０年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全体农民工群体平均月

工资涨幅仅为２７８％,显著低于２０１９年及以前年份的平均增长率将近８个百分点.未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

的高质量就业十分必要.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量的１/２,逐渐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由于监测报告并未区分新老两代农民的就业差异,目前没有宏观数据统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概况,本文采取

CMDS２０１８进行说明.该数据是针对流动人口的专项调查,覆盖全国３１个省份,内容也颇为丰富,包含流

动人口的基本信息、流动范围和趋势、流动原因和意愿、流动行业与保障以及详细的收支与居住信息等.按

照１９８０年出生年限剔除老一代流动人口,再按照户籍、工作等进行筛选,最终获得８０７４个新生代农民工样

本,并重点分析了２０１８年中国新生代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性别、月收入水平、流动区域、就业行业等特征

(表３).

表３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基本情况

变量 变量含义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文化水平

文化水平

占比/

％

收入

水平

收入水平

占比/

％

区域

区域

占比/

％

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０;小学＝１;初中＝２;高中及

中专＝３;大学专科与本科＝４;研究生＝５
２４６ ０ ５ ０ ２０１ １ ５０８９ １ １６５１

性别 　男＝０;女＝１ ０５４ ０ １ １ １２５６ ２ ３８８５ ２ ３４１６

出生年份 　年 １９８８１０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２ ２ ４９５４ ３ ５１７ ３ ４９３３

家庭成员

平均月收入
　元/ (月人) ４３５８１１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 １１７２ ４ ３２３

流动时常 　年限 ５０５ ０ ３６ ４ ２１４５ ５ １８７

流动区域 　市内跨县＝１;省内跨市＝２;跨省＝３ ２３３ １ ３ ５ ２７２

　　数据来源:CMDS２０１８.
注:新生代农民家庭人口月收入水平 Y分类为１０００元≤Y≤４０００元＝１,４０００元＜Y≤８０００元＝２,８０００元＜Y≤１２０００元＝３,１２

０００元＜Y≤１６０００元＝４,１６０００元＜Y≤２００００元＝５.

总体上来看,２０１８年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构成群体是１９８０—２００２年出生的这部分人 (１６~３８岁),平均

学历介于初中和高中之间,女性占５４％,平均在城市就业年限长达５０５年.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成员平均月

收入为４３５８１１元,略高于全体农民工群体的平均工资水平 (表３),与毛晶晶等[３８]的研究结果一致.知识

经济时代,高学历已经成为进入许多城市就业行业的门槛,而高技能是长期扎根于该行业的必备条件.
第一,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来讲,低于初中学历 (含)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高达６４２０％,其

中初中学历占主导,为４９５４％,小学文化层次的占到１２５６％,到２０１８年仍然有２０１％的新生代农民工没

有上学经历.显然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迫在眉睫.
第二,就城市就业收入而言,高达５０８９％的新生代农民工集中于第一档,月均收入为１０００~４０００元,

属于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３８８５％的样本集中于第２档.从图２的回归拟合来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受

教育水平越高,月均就业工资收入水平则越高.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和就业收入分布特征表明,未来通过提升

群体就业质量、带动群体就业收入水平提增是推进市民化的首要任务.
第三,从就业流入区域来讲,新生代农民选择的区域呈现 “由远到近”的特征,表现为到更远距离的地

方追逐工作机会和较高的边际回报率.４９３３％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跨省工作,而仅有１６５１％的比例选择

市内跨县务工就业.这与近些年鼓励农民工群体 “就地就业、返乡创业”的政策目标相异.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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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月平均收入之间的散点拟合图

数据来源:CMDS２０１８.

第四,从就业行业来讲,生产生活性服务部门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首选行业,占３７４７％,流通部门

次之,占２９３４％,工业产业占比２０９５％,建筑行业仅占１２２４％ (老一代农民工主要从事的行业);受到

受教育水平、个人技能等因素的约束,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占比最高的三个

行业.不仅如此,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并不高,这不仅影响了其就业收入,还不利于就业质量的

提升[３９].
总之,职业技能和受教育水平反映的人力资本质量偏低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主要内因,就

业稳定性差、就业行业面窄、就业区域跨度大是重要外因.同样,全球农民工也面临类似的就业问题,那么

有哪些典型的国际经验可供借鉴呢?

5　国际经验

依据人口基数、国民经济体量、亚洲邻国等原因依次选择美国、巴西、日本、印度等典型的民工就业提

增模式和系列民工针对性政策进行剖析,并将其总结为美国措施、巴西方案、日本模式、印度经验等宝贵的

国际经验.

５１　美国措施:主动式推进农民进城转移到非农产业

美国是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具有世界规模最大和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其在城市化快速发展

阶段关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处置的 “主动性”措施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美国从２０世纪初就开始了大规模

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运动,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已经基本完成,不仅为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更是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城市化国家.回顾美国这一历史进程,农民市民化诸多成功政策实施经

验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 (图３).
第一,颁布法律以开展西进运动.美国政府制定多项法律法规,如 «优先权法» «宅地法»等分别鼓励

农民进行西部大开发,并对西进农民的土地进行处置.
第二,推动交通革命,建成高速路网.美国全国路网的完善有利于农民进城就业和市民化,还为乡村的

农业现代化提供产品外销通道,奠定基础.
第三,系列专项政策扶持农民进城就业,提高就业质量.一方面,通过立法强制性休耕,主动推进农民

到城市择业;另一方面,制定法律大力支持对城乡转移工人的职业教育培训,全面提升农民劳动力素质,如

«就业机会法»涉及成人教育、就业帮扶服务、医疗服务等方面.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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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农民市民化和提升就业质量的美国措施

５２　巴西方案:全方位政策改革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

巴西是拉美地区面积、人口和经济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２０２１年城市化率高达８７６％.巴西在摆脱

“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与经验总结有助于中国应对农民工就业和转移问题.巴西政府的

政策涉及面广、范围大、内容丰富,可以说 “全方位”保障了移民工人的就业质量,利于人口城市化进程

(图４).
第一,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从１９６４年巴西 «土地法»的颁布和１９９８年的新宪法到２００２年,巴西政府在

不到半个世纪的过程中进行了多达２６５３项土地改革,让大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资源.２００３年开始,巴西开

展了 “全国土地改革计划”.
第二,农民就业培训和减贫系列政策.为缓解严重失业与贫困问题,巴西政府推行了 “零饥饿”计划和

多次就业计划,为大批青年流动民工提供粮食援助、收入补贴、低息贷款、岗位培训等援助.２８００多万人实

现了脱贫,１２００多万人找到满意的工作岗位,成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
第三,推进转移工人和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教育、卫生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农民保险等

多个方面为农民工提供政策支持.通过２０~３０年延续性的减贫、教育、就业政策,巴西的经济社会结构已

经由 “金字塔形”转为 “橄榄形”,大体上跨越了 “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中等发达新兴国家行列[４０].

图４　跨越 “转型陷阱”的巴西方案

５３　日本模式:社会保障与教育培训以保障就业质量

日本与中国相邻,都具有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日本关于农村劳动力以及农业发展的系列政策与经验可

为中国现代化征程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提供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
成为发达国家,２０２１年日本的人口城市化率已经高达９１９％,这与日本政府对城乡劳动力的政策紧密相关

(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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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本政府制定土地调整与农业政策,旨在鼓励小农户 “脱农”,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提升就业

质量.日本农协促使日本农户兼业程度不断加深,为更多农业劳动力寻求城市非农部门就业岗位创造了前提

条件.
第二,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劳动流动与城乡协调发展政策,强制推动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

会保障体系,提高了转移农民面对就业风险的能力,也助推了日本的市民化进程,为日本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农民的教育及培训政策.１９４９年,日本出台的 «社会教育法»对农村成年劳动力进行教育;１９５３

年出台 «青年振兴法»,由日本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社会力量对全国的流动青年农民进

行职业技能培训,大幅提高了转移人口适应城市就业岗位的能力.

图５　城乡协调发展中促进移民就业的日本模式

５４　印度经验:多样化的农民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

同为亚洲发展中大国的印度,与中国在人口、人均耕地资源、经济等各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两国都有规

模庞大的农民工 (乡城流动人口)群体.印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虽然缓慢,但印度政府的相关政策颇

有成效 (图６).

图６　农民工转移和就业的印度经验

第一,印度农村工业化发展政策.印度政府并不急于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转移到城镇,而是鼓

励其继续 “留守”农村,从事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乡村服务业,以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农民劳动力就地就

业、跨乡转移.
第二,鼓励农民工在农村地区流动.印度 “绿色革命”强化了农村生产条件和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农业

发达的区域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逐渐增加.
第三,解决贫困和失业的专项计划.制定关于农民工就业培训计划,包括尼赫鲁农业发展计划、无地农

民就业计划、农村手工艺人计划、全国农民就业计划等,促进了印度剩余农业劳动力的再就业,增加了农民

收入.
第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培训、教育、医疗、社会救助等方面为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提供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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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规范立法 (如 «邦之间流动农民工 (就业规定和服务条件)法案» «最低工资

法案»)保障城乡流转中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总之,针对农民工就业问题,印度政府出台了多方面的政策措

施,具有多样性.
总结起来,本文针对一些代表性国家在各自农民市民化征程中的一些典型政策,归结为美国措施、巴西

方案、日本模式、印度经验等.不难发现,各国对于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人口都非常注重其教育培训,提升就

业职业技能和就业质量,增加收入,注重农民工人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我们要结合各国典型

模式和政策经验制定出中国化的政策措施,以化解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 “回不了村,留

不下城”的尴尬困境.

6　结论与建议

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有利于促进农民市民化进程,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本

文梳理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就业的政策历史,阐释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内在理论逻辑,统

计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数量,总结了就业特征,分析了新冠疫情对就业质量提升可能带来的重要影响,并总

结出了美国措施、巴西方案、日本模式、印度经验等,得到以下几点研究结论.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政策演化经历了 “完善就业保障→推进职业培训→强化乐业融入”的

过程.
第二,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内在逻辑是实现职业技能、收入水平提升和农民市民化的本质

要求.
第三,职业技能和受教育水平反映的人力资本质量偏低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主要内因,就

业稳定性差、就业行业面窄和区域性跨度大是新生代农民就业的重要特征.
第四,将代表性国家对剩余劳动力就业相关政策归结为美国措施、巴西方案、日本模式、印度经验等.

各国都非常注重流动人口的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以提升转移人口的就业职业技能,提高就

业质量,促进农民市民化.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新职业新技术培训,培养技术型人才,提高就业质量.一是培训技术内容不断

更新,增强实用性.数字经济时代,培训内容应该围绕劳动力市场上紧缺的一些数字技术进行培训,如计算

机、电子信息技术等.培训内容方面应重点更新培训内容、扩大应用范围、强化实操效果,为高质量就业奠

定基础.二是强化培训时效与扩大培训范围.相关培训部门要及时有效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培训,争取扩

大培训覆盖面与普及培训对象,确保每位新生代农民工都能及时有效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带动高质量就业.
三是强化培训效果,确保真实有效.提倡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通过一些合格性指标测试,获取专业资格

证书,并提升证书的认可度[４１].
第二,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稳定就业时间.一是完善新生代农民的

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通过增加新生代农民社保内容、扩大范围、增多项目名目等方式,逐年缩小新生代农民

工在社保额度、保险范围、获取条件等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二是完善与

城市居民对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确保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与区域长期稳定.主要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内

容展开:①实现基本民生性服务全覆盖,包含社会救助、养老保障、就业帮扶与咨询服务等;②努力实现包

含享受均等化机会和结果的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公共事业性服务全覆盖;③进一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

公益基础性服务的均等化,诸如公共设施占有与享受、城市环境保护与义务等.
第三,逐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知识水平,提高理论素养,增加就业潜力.一是专项分类无偿开展理论知

识培训计划.如针对家装行业的水电工,政府补贴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水电基础知识培训与学习,给予参

—５２—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3郾07（总 531）



与者大额度补贴款,培训合格者颁发市场上认可的电工从业资格证,进一步强化电工理论知识,了解电学原

理.二是强化创新创业理论知识的培训[３９].增加正在参与或拟将创新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知识培训项

目,如经济法律 (合法权益)、市场营销 (营销技能)、人力资源 (组织管理)等相关知识;搭建好城市、乡

镇创业就业平台,优化创业知识培训环境,梳理培训重点内容,为已创业或即将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

供金融贷款咨询知识服务、创业环境优化介绍、创业方向咨询等业务.“打铁还需本身硬.”就新生代农民工

市民化过程的长期性而言,需要逐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理论知识水平,提高就业能力,为高质量就业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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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nsuringhighＧqualityemploymentofthenew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NGMW)isanimＧ
portantpartofpromotingthecitizenizationoffarmersandcommonprosperitySincetheoutbreakofCOVIDＧ
１９,theemploymentqualityofmigrantworkershasbeenahottopicOnthebasisofcombingtheevolutionof
Chinesemigrantworkers’employmentpolicies,thispapergivesthespecificconnotationoftheNGMWand
theinternaltheoreticallogictoensuretheirhighＧqualityemployment,andusesthedataofCMDS２０１８toanaＧ
lyzetheemploymentstatusoftheNGMWTheresultsshowthat:①ThepolicyevolutionofmigrantworkＧ
ers’employmentincitieshasgonethroughaprocessof“improveemploymentsecurity→promotevocational
training→strengthentheintegrationofhappinessandindustry”②TheinternallogicofensuringthehighＧ
qualityemploymentoftheNGMWistheessentialrequirementofrealizingtheimprovementofvocational
skills,incomelevelandcitizenizationoffarmers ③Thelowqualityofhumancapitalreflectedbyvocational
skillsand educationlevelisthe maininternalcause,whilethe pooremploymentstability,narrow
employmentindustryandrestrictedemploymentareaaretheimportantexternalcauses ④Accordingtothe
relevantpoliciesofrepresentativecountries,itsummarizestheUnitedStatesmeasures,theBrazilianproＧ
gram,theJapanesemodel,andtheIndianexperience,etcAllcountriesattachgreatimportancetotheequalＧ
ityofeducationandtraining,socialsecurityandpublicservicesBasedonthis,thispaperputsforwardthe
followingsuggestionstoensurethehighＧqualityemploymentoftheNGMWinChina:strengtheningthetrainＧ
ingoftheNGMWinnewoccupationsandnewtechnologiestoimprovethequalityofemployment;improving
thesocialsecuritysystemfortheNGMWandstabilizethetimelimitforemployment;graduallyimprovethe
theoreticalliteracyoftheNGMWandincreasetheiremployment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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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日益完善,农业转移人口规模不断增加,市民化

水平显著提高,逐步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本文从自由流动、人力资本提升和市民化三个

方面梳理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实践.研究认为,取得成就的根本在于党和政府立足国情,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创造性,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将转移

就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手段,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

量有待提高、返乡农民工进退两难和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等挑战,本文建议坚持贯彻实施就业

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毫不松懈地推进农村劳动力市民化,
确保农业转移人口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关键词:就业质量;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县域经济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３０７００３

1　引言

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经历了由静态封闭到动态迁徙的发展过程.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１９８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务院同年发布的 «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肯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

必然性,随即带来户籍制度的松动.此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急剧增加.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土地经

营权有序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县域城乡融合加快,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此外,在国

内区域间产业提速转移的同时,一系列国际重大突发事件加速了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国际产业转移.在此背景

下,党和政府适时调整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２０２１年,全国农民工规模达到２９亿人,相比２０１７年和

２０１２年分别增长了２１％和１１４％,十年间净增约３０００万农民工.其中,２０２１年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

分别为１７亿人和１２亿人.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一方面是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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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另一方面是实现市场要素合理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手段.农业转移人口在新发展格局

下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
回顾以往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多数文献主要关注其成因和后果,特别是将外出农民工作为一个

独立群体,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因方面,现有研究认为城市规模[１]、基础设

施[２]、优化生育政策[３]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外流,而村庄的组织化程度有助于农民本地创业[４].近年来,
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出现回流的新趋势.其中,家乡旅游业的发展[５]、行业内机器人的使用[６]和家庭生命

周期的演进[７]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力量.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果方面,现有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

转移对农村社区产生了多方面全方位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缩小收入差距[８],并对

人情消费产生影响[９],同时也有助于抑制碳排放[１０]、提高粮食产量[１１].尽管如此,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的问题和挑战.例如,劳动力转移不利于村庄集体行动的开展[１２];农民工的抗风险能力与

其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不匹配,农民工的定居需求遭遇制度和家庭的双重障碍,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分别面

临城市适应与亲情缺失的困境,农村老龄人口需要做出随迁与留守的两难抉择[１３].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牵涉不同环节领域、不同周期阶段的完整性过程.然而,关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

移的现状、政策实施效果,以及农业转移人口还面临哪些系统性的问题和挑战,现有研究尚缺少一个整体的

分析框架和基于宏观视野的全面性回答.探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绩与不足及其政策背景和经验,对于化解当

前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尚存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论,在详细梳理农村

劳动力转移成效的政策生成逻辑基础上,着力回答农村转移劳动力在不同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之策.

2　研究思路

本文根据驱动力 状态 响应 (DFＧSＧR)模型,分别从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人力资本和市民化三个视

角出发,提出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框架 (图１).基于该框架,本文在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

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系列举措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就和初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

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并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与挑战,提出新时代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思

路与政策建议.

图１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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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驱动力.支持自由流动、提升人力资本和推动市民化的系列举措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驱

动力.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一方面,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根治拖欠

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农民工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另一方面,着力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促进

农民工社会融合.其中,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均有关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表述,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积

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决心和努力.此外,党和政府还出台了其他一系列完善

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重大举措,旨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自由流动、人力资本提升和市民化的实现.总的

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农业转移人口的政策导向正在由促进就业、保障权益逐步向提升职业技能和

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交融方向深化.对于不同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研究,不仅有助于回顾

梳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变迁,更能帮助深入了解其背后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内涵.
第二,状态.在上述三类政策的驱动之下,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整体向好态势,同时也面临一些尚

未解决的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一方面,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首要目标任务,本着在存量优先基础上带动增量的原则,循序渐进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不断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配套政策,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的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尽管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在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依然面临一些尚未解决的突出问题.例如,农业转移人口公共

服务均等化尚未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面临挑战、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劳动力转移的空间

布局不平衡、人口外流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等.
第三,响应.在此情形下,清晰准确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与挑战,对于稳定和扩大农

村劳动力就业、积极开发二次人口红利以及实现人口高质量均衡发展目标至关重要.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

移存在的系统性风险问题和改革诉求,需要在总结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响应

和路径优化,超越阻碍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发展的藩篱,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高质

量发展.

3　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实践

３１　支持农业转移人口自由流动的系列举措

　　长久以来,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二元分割是农业转移人口自由流动的最大障碍.畅通农村劳动力水平流动

和垂直流动的渠道,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自身与社会同步发展的重要前提.鉴于此,２０２２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要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

力跨地区顺畅流动.健全城乡融合的劳动力市场,并未脱离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提升.２０２２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印发 «２０２２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旨在进一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
加强农民工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等一系列有助于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工作,以便更好地帮助农业转移人

口投入城乡融合的劳动力市场.支持农业转移人口自由流动的相关政策,在做好跨省、跨市农民工就业的同

时,还兼顾了就近就地就业农民工的生活需求.２０２２年 «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
提出要更好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更好满足就近就地就业农民工的

生活需求,最根本的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２０１９年出台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要求坚决破除妨碍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壁垒,让各类要素更多

向乡村流动,并在乡村形成多要素汇聚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上述专项政策性文件的出台和

实施,有助于切实解决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各项阻碍,提高劳动力转移的频率、速度和程度.　

３２　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增加,劳动力就业日益充分

第一,促进贫困地区转移就业,实现易地搬迁扶贫壮举.近年来,中央支持各地扎实做好易地搬迁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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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帮扶工作,持续加大就业和产业扶持力度.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国共对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

约９６０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解决了近千万贫困群众 “两不愁三保

障”问题,还通过转移就业从根本上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２０２０年,
全国人社部门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优势,高质量完成扶贫目标任务.根据 «２０２０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全国贫困劳动力务工规模达３２４３万人,９３８％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过就业帮扶政策,且

２/３以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过就业实现了脱贫①.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周年大会上宣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随着 “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之后,中央及时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关部门以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为工作重点,扎实有力优化完善就业扶持政策措施,农民工就业帮扶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２０２１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２５个有脱贫人口转移就业任务的省份已全部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脱贫劳动力务工总量达３１４５万人②.
第二,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下降, “乡土中国”向 “迁徙中国”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人口

就业人数呈现先上升、再平稳、后下降的总体趋势.根据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从

１９７８年的２８３亿人增加至１９９１年的３９１亿人,至２００２年波动降至３６６亿人,此后持续减少.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持续减少.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乡村就业人数从３９６亿人下降至２８８亿人,减

少２７２％;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从２５８亿人下降至１７７亿人,减少３１４％.与乡村就业人数和第一产业就业

人数减少趋势相反,农民工规模总量持续增加.根据历年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２０２１年,全国农民工规

模达到２９亿人,比２０１２年增长１１４％,１０年间净增约３０００万农民工 (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本地与外出农民工的规模及占比

年份
农民工

规模/万人

本地农民工

规模/万人

外出农民工

规模/万人

本地农民工

占比/％

外出农民工

占比/％

２０１２ ２６２６１ ９９２５ １６３３６ ３７８ ６２２

２０１３ ２６８９４ １０２８４ １６６１０ ３８２ ６１８

２０１４ ２７３９５ １０５７４ １６８２１ ３８６ ６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７７４７ １０８６３ １６８８４ ３９２ ６０８

２０１６ ２８１７１ １１２３７ １６９３４ ３９９ ６０１

２０１７ ２８６５２ １１４６７ １７１８５ ４００ ６００

２０１８ ２８８３６ １１５７０ １７２６６ ４０１ ５９９

２０１９ ２９０７７ １１６５２ １７４２５ ４０１ ５９９

２０２０ ２８５６０ １１６０１ １６９５９ ４０６ ５９４

２０２１ ２９２５１ １２０７９ １７１７２ ４１３ ５８７

　　数据来源:历年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第三,县域吸纳就业贡献突出,实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鼓励各地发展县域经

济,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创业,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得益于乡村公路和县域公交系统的发

展,农民工 “离土不离乡”的范围明显扩大,农村转移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趋势日益明显.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
全国本地农民工规模从９９２５万人增加至１２亿人,占比从３７８％增长至４１３％ (表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
本地农民工数量年均增长２３９万人,是外出农民工年均增量的２５８倍,对全部农民工数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７２％.县域城镇的集聚发展形成了对农民工就业的强劲吸引力.对于本地农民工,就业半径从 “乡镇”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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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县域”的态势持续加快.县域已成为吸纳农民工就业主战场,且地位日益强化.对于外出农民工,近年

来进入代际更替转换阶段后,从省外回归到县域的趋势也日益明显.近年来,县城人口规模总体呈持续增长

态势.无论县域人口是净流出还是净流入,县城人口均在增长,且增长的人口主要是农民工.

３３　农村劳动力外出引致人口空心化现象突出

农村劳动力外出的一个副作用是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和 “空心村”的形成.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老龄

化表现出一些基本态势:第一,农村老年人口占比上升快于城镇.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农村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

比从７８％增长至１７７％,上升了约１０个百分点 (图２).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推动年轻劳动力的大量外流,
农村已经由劳动力剩余变得劳动力不足,不利于粮食安全,这迫使年龄不断上升、体力不断衰弱的农村老年

人越来越多地作出农地流转的决策,从事本地低质量的就业.然而,土地流转的过程也是资源重构的过程,
在个别地区,新旧势力促进了谋地型乡村精英的形成.农村老年人作为弱势的失地农民[１４]在土地流转中的收

益和成本值得高度关注.第二,农村老年人高龄化趋势比城镇更为明显.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农村８０岁及以上

人口占比从１１％增长至３３％,上升了约２２个百分点 (图２).农村高龄人口的增加会加重农村家庭的照

料压力.第三,农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幅大于城镇.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上升有所不同,随着年龄的增

加,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占比却不断降低,而不健康预期寿命占比则不断提高.根据２０２０年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乡村６０岁及以上人口中健康的比例仅为４８５％,而城镇的对应比例为５９９％;乡村８５岁及

以上人口中健康的比例仅为１９６％,而城镇的对应比例为２７２％.据此可以测算,２０２０年乡村６０岁人口的

健康预期寿命占比约为４３％,而城市和城镇的对应比例分别约为５４％和４８％.农村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

不断增加对长期护理服务需求提出了更高要求.受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的影响,社会化医养服务供给无法满足

农村老年人的需求,农村养老面临着难以为继的风险,且农村老年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值得警惕.

图２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农村老年人口和高龄老人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整理.

4　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实践

４１　提升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的系列举措

　　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第二个方面是提升其就业本领.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充分性和就业质量不仅

仅依靠外部政策支持,还取决于自身的就业能力.为此,相关政策提出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如搞好职业技能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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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等,着力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水平,以缓解结构性失业问题.２０１７年,国

务院印发 «“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提出开展针对农民工等重点人群的免费职业培训行动和重大专项培训

计划.２０１９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面向包括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在内的城乡各类劳动者,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由于职业制度隔离,农业转移人口更多从事抗风险

能力较差的行业,在高风险时期尤其要注重保护该群体.在此前提下,为应对疫情冲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财政部印发 «关于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的通知»,在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１
年大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返乡农民工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来源,相关政策也考虑到了提升返乡

群体在乡村的就业能力.２０１４年,教育部办公厅和农业部办公厅印发 «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

试行»,主要面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农村经纪人、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和农村基层干部,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针对农村地区学生升学率偏低,如何提升新

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也是相关政策的关切点之一.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针

对农村未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开展劳动预备制培训,并加快发展针对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努力使

未升入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的农村应届初高中毕业生都能接受职业教育.上述政策文件的精准出台,有力提

升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促进了灵活就业人员、高龄农民工和返乡创业人员的就业增收,对于维护其就

业权益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４２　就业权益得以维护,劳动力技能素质显著提高

第一,农业转移人口劳动权益保障不断强化.中国逐步建立了城乡劳动者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就业机

制,逐步消除性别、年龄、身份、户籍登记性质等各类影响农村劳动力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制度性歧

视,增强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包容性.具体来说,各地在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过程中努力对户籍人口和流

动人口一视同仁,引导农民工参加本地群团组织,开展工、青、妇关爱帮扶农民工及其随迁亲属活动.进城

农民工由此更加积极参加所在社区、工会组织的活动.国家统计局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２０２１
年,进城农民工中３０４％的人参加过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加入工会组织的进城农民工占已就业进城农民工

的１４５％;在已加入工会的农民工中,参加过工会活动的占８４５％①.各级政府鼓励支持引导法律援助组织

为弱势农民工提供劳动报酬、社保待遇和工伤赔偿等方面的法律援助.各地持续推进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

作,农民工欠薪高发多发的现象得到明显遏制,全国查处的欠薪案件数、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及涉及人数均

逐年下降.２０２０年各地人社部门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办结工资类案件５５万件,为６４８万名劳动者追发薪

酬６５２亿元,涉及人数及金额同比分别下降２２％、１８％②.欠薪治理长效机制得以完善,欠薪的情况逐渐减

少,因欠薪造成的诉讼、群体性事件不断下降.此外,各地强化对劳务派遣的用工监管监察,加强了对中小

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指导,且针对新业态劳动者的就业保障机制正在逐步完善.
第二,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升,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逐步提高,质量红利逐步显

现.根据国家统计局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２０２１年,在全部农民工中,受教育程度为未上过学的占

０８％,小学程度的占１３７％,初中程度的占５６０％,高中程度的占１７０％,大专及以上程度的占１２６％.
其中,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农民工所占比重比２０１７年提高２３个百分点,比２０１２年提高６９个百分点.
外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幅度尤其明显.在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程度的占１７１％,比２０１７年

提高３６个百分点,比２０１２年提高９３个百分点;在本地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程度的仅占８５％,比２０１７
年提高１１个百分点,比２０１２年提高４９个百分点③.

第三,聚焦用工矛盾突出的行业和新业态,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各地相继推动公共实训基地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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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职业技能培训线上平台建设.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持续推进,职业院校面向农业转移人口的招生规

模不断扩大.职业院校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继续提高,聚焦家政服务、医护、养老托育等用工缺口

突出的行业和快递配送、直播带货等新业态,适合农民工就业的技能培训和新职业新业态培训提高了农业转

移劳动力的就业技能素质.２０１９年,各地共面向农民工群体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７４１４万人次,整体提

升了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创业能力.新冠疫情期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实施 “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行

动,开展 “百日免费线上技能培训行动”,持续扩大培训供给,为包括农民工群体在内的广大劳动者提供更

加便捷的学习方式.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实名注册学员超过１３００万人次,开展线上培训超过１２００万

人次①.

４３　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有待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转移人口规模大幅增加,对于带动农村人口增收和推进共同富裕起到重要作用,

图３　分户籍受雇在业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２０１８)计算整理.

其劳动权益保障也日益改善.然而,外

出的农业转移人口作为流动人口的重要

组成部分,面临流动人口的一些普遍性

问题.
第一,人力资本水平低.农村户籍

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通常低于城市户籍

劳动者,二者在本科及以上学历上相差

２１个百分点 (图３).农村户籍劳动者所

从事的就业岗位多为劳动密集型,工作

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安全保障程度低、
工作环境恶劣等用工不规范问题在短时

间内仍难以得到彻底解决.
第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未解

决.例如,虽然农民工子女可以在流入

地享受部分阶段的基础教育,但该公共服务并非完全无条件的.在个别地区,农民工通常需要通过 “非志愿

地”从事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以换取子女入学积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不高不仅对劳动生产率造成消极影

响,还会对劳动者自身的身心健康造成难以逆转的不良影响,不利于 “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顺利实现.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困境继而造成农村转移人口家庭化无法完全实现,产生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等社

会问题,严重制约家庭和谐发展.因此,需从个人 家庭 社会的系统视角,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和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进行全面审视和政策优化.

5　农村劳动力市民化的政策实践

５１　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系列举措

　　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更高目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不仅关系到自身的

切身利益,对后代的起点公平更为关键.为此,相关政策措施以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抓手,完善城乡劳

动者平等就业制度,逐步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将维护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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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合法权益、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２０１４年出台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

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要求逐步解决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就业、医疗、社保、住房

保障、子女教育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并要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参与机制.与破除阻碍农村劳动力自

由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一致,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求放开城市的落户限制.２０２１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和２０２２年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

案»均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放开、放宽除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措

施,试行以常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大量农民落户城市势必产生更多住房、教育、医疗等需求,城市建设规划

要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适应.为此, “十四五”规划还提出,将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

钩,将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和提供保障性住房规模挂钩.２０２２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的 «关
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也将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挂钩政策涵盖在内.农民工自身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应为其遭遇风险时留有后路,这就需要政策不但让进

城农民工出得去,还要让其回得来.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切实保障农业转移

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不得将农民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其进

城落户的条件.上述政策措施在不断优化公共服务环境的同时,有力地帮助农村转移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和

更高质量就业,进而在市民化发展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５２　公共服务环境优化,劳动力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第一,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和参保覆盖率不断巩固和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各地不断加强社会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信息服务平台不断完善,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便利.党和政府推

进全民参保计划,针对快递、外卖等新业态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正逐步推进,城乡居民在常住地参加社

保的户籍限制已逐步放开放宽,努力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根据人社部门资料,截至２０２０年底,
各省份已基本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这为进一步实行全国统筹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实现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已经列为 “十四五”时期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大任务之一,届时农

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将更加便利.此外,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以市级

统筹为主,部分地区正在试点推进省级统筹.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的提高和覆盖面的推广对于促进外出农民工

返乡留乡就业创业、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二,随迁子女基本公共教育保障不断强化.各地努力将流动儿童纳入以公立学校为主的本地义务教育

保障范围,流动儿童在流入地依法享有的受教育权得到更好保障.各地根据本地人口的流入流出实际,调整

教师编制定额,加大人口集中流入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位供给,在将农业转移人口逐步纳入流入地学前教

育、中职和普通高中教育保障范围方面取得了一些实效.一是３~５岁儿童入园率提高明显.根据国家统计

局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２０２１年,３~５岁流动儿童入园率 (含学前班)为８８２％,比２０１７年提高

了４９个百分点.２０２１年,３~５岁流动儿童中,６１６％在公立幼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二是义务教育

阶段儿童在校率也继续提高.２０２１年,义务教育年龄段流动儿童的在校率为９９６％,比２０１７年提高了０９
个百分点.２０２１年,从就读的学校类型看,小学年龄段流动儿童中８４４％在公立学校就读,比２０１７年提高

了２２个百分点.２０２１年,初中年龄段流动儿童中８８２％在公立学校就读,比２０１７年提高了２３个百分

点①.需要注意的是,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在大城市难以为未成年子女负担本地教育费用,导致留守儿童现

象存在.
第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逐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规模挂钩、由常住地负责供给的

机制正逐步建立,外地农民工在流入地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质量稳步提高,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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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持续推动.一方面,人均居住面积有所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２０２１年,进

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为２１７米２,比２０１７年增加了１９米２.其中,在５００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

为１７０米２,比２０１７年增加了１３米２.另一方面,生活条件继续改善.２０２１年,进城农民工户中,有电冰

箱、洗衣机、洗澡设施的分别占６８９％、７０８％、８６５％,分别比２０１７年提高了８８个百分点、１２４个百

分点、６３个百分点;有独用厕所的占７１７％,比２０１７年提高了０３个百分点;能上网的占９５６％,比

２０１７年提高了６０个百分点;拥有汽车 (包括经营用车)的占３４１％,比２０１７年提高了１２８个百分点①.

５３　返乡农民工进退两难

受家庭生命周期和经济形势的影响,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在一些地区形成潮流,这对于促进家庭发展起到

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一些短板逐渐暴露出来.根据笔者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在江西省和湖南省的调研,返乡农

民工在县域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返乡农民工就业的承载基础薄弱,农民工技能难以匹配实际

的岗位需求,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保障质量不高.一是县域就业机会有限,供求关系不匹配与结构性矛盾突

出.具体表现为:县域企业的技能型人才偏好与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返乡农民工的抗风险

能力差,就业创业支持政策不足导致返乡农民工就业障碍持续增加.二是县域生活品质不高,优质公共服务

供给与返乡农民工的美好生活向往不协调.具体表现为:县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健全,县域的便利性和

生活品质与中小城市存在较大差距.这些问题限制了外出农民工返乡留乡愿望的实现,不利于县域城镇化的

推进,也制约了返乡农民工幸福感和获得感,导致一些返乡农民工再次选择外出务工.面对农业转移劳动力

流动形势的快速变化,政策举措如不能及时调整跟进,现实问题会不断出现.

6　农业转移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经验

对于１４亿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成功转移不仅关系劳动者的家庭幸福,更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建设目标的实现.总结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已经取得的高质量发展经验,能够为后续的政策调整优化提供指

导,有助于破解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农业转移人口面临的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保障

农业转移人口劳动权益、强化农业转移人口教育和培训、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努力支持农业转移人口返乡就业创业、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合等方面出台了系统政策举措,为深

入推进新时代农业转移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驱动力.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农村劳动

力转移历史性成绩的根本,在于立足国情,加强顶层设计,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

６１　启示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就业就是最大民生

农业转移劳动力就业是就业工作的重点.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引下,中国践行 “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积极推动破除妨碍农村转移劳动力实现职业发展和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针对农村劳动力就

业存在的痛点和难点,优化就业制度保障,帮助其实现充分就业.只有找到农村劳动力就业存在的痛点和难

点,坚持完善制度、守住底线,精心做好各项民生工作,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所面临的各项民生问题才能

得到根本解决.针对农民工的抗风险能力与其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不匹配、农民工的定居需求面临着制度和

家庭的双重障碍,各地人社和农业农村部门大规模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着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鼓励农业转移劳动力通过返乡创业带动家乡就业.针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分别面临城市适应与亲情缺失的

困境、农村老龄人口面临随迁与留守的两难抉择,一方面,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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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举家进城安家落户,保障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亲属与本地户籍人口平等享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

面,为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创造条件,引导有技能、资金和管理经验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切实保障农村留

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基本权益和人身安全.未来还需继续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在不同阶段存在的

痛点和难点,精准施策.

６２　启示二:始终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推动实施积极就业政策

新冠疫情发生后,农业转移人口面临比其他群体更严重的冲击.近两年,各级政府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上下联动抓落实,加

大政策实施力度,多措并举,为稳定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出台一揽子政策,形成保就业稳就业的合力.包括:
坚决贯彻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根据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变化调整政策实施力度,实行企业减负、稳岗、扩

大就业多措并举,社保费用阶段性减免、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农民工就业补贴等多项政策落地;针对部分劳

动密集型企业缺工严重、稳岗压力大和农业转移人口就业难等突出矛盾,因地、因企、因人分类精准帮扶,
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可及性;一些地方采取 “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运输服务,鼓励农民工尽快返岗复工;
加快推动失业人口线上登记和申领保险金,确保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应发尽发、应保尽保.上述举措贯彻了

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在疫情冲击的巨大压力下维护了大局稳定.

６３　启示三:始终坚持市场主导,激发资源要素内生动能

实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关键在于有效发挥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本着 “有效市场,有为政

府”的原则,通过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促进农村劳动

力、人才跨地区顺畅流动,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等措施,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通过维护进城落户农民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农村

转移人口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以上权益,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后顾之忧.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紧跟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返乡留乡和就地就近就业创业的迫切需

求,着力建立健全促进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和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体系,坚决破除妨碍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

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促进各类资源和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良性循环,在人财物等各个

方面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和发展活力,为外出务工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提供必备条件.对于农村劳动力转

移过程依然面临的一些尚未解决的突出问题,要将政策与市场有效结合起来,注重发挥 “政策＋市场”组合

拳的作用.

7　新发展阶段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思路与政策建议

在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通过推动农村劳动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

业,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就业岗位不足的情况下,农村转移劳动力可能会

被迫接受低质量的就业;在就业质量不高的情况下,农村转移劳动力也可能会放弃就业.当前,中国发展进

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方位和战略定位提出

了更高要求.遵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规律,面对当前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生活和服务需求,本文

认为要借鉴已有成绩中的经验,坚持贯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毫不松懈地推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市民化,精准发力,确保农业转移人口安居乐业,共享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

７１　发展县域经济,扩大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

前文提到,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就业质量不高和返乡难的问题,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就业岗位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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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本文建议:支持引导产业在地区间、城乡间有序转移与合作,强化落后地区和乡村承接产业转移能

力建设,特别要注重增强县域经济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发展县域经济,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城镇化.一

是依托县域城镇合理适度建设产业园区、产业基地和帮扶车间等平台,提升对本地农民工的就业承载力.二

是结合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重点工作,合理开发一批公益性岗位,确保有就业意

愿的低收入户劳动力在家门口充分就业.三是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造林护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
开展以工代赈,实现劳动力就业和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

７２　加强职业教育,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综合能力

提高当前农村劳动力以及未来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在于劳动力自身,而不仅仅是外部市场和政

策环境.从短期来看,要加强对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职业教育,结合手工业、服务业等用工需求,在公办职

业培训机构中为农民工人群有针对性地提供免费再就业职业技能培训,为其再就业或创业提供技能支撑.从

长远来看,要将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制定就业安排、待遇保障等政策,吸

引初高中毕业生选择职业教育学习,增强其社会流动性[１５].此外,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低技能农民工为重

点,创新灵活教育培训渠道,增强技术技能培训针对性,以行业、岗位、职业和企业需求为导向,立足当地

产业发展实际和特色产业,提高劳动力供需匹配质量.

７３　完善配套政策,扶持农村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

创业是就业的源泉和引擎,外出农民工是返乡创业的主要力量.地方政府要出台更加积极有效的人才引

进政策,发挥返乡人才在产业转移中的牵头作用.要深化 “放管服”改革,通过落实好减税降费、稳岗返

还、就业补助、社保补贴等政策,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等主体的支持力度.
此外,为解决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的劳动力供给问题,吸引本地大龄劳动力就业,还可改革完善社保参与政

策体系,扩大工伤保险覆盖范围,适度上调参加社会保险的年龄限制.

７４　统筹规划设计,构建社会化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目前,劳动力就业政策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尚未形成有效结合.针对农村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 “空心村”
和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削弱问题,应尽快在农村地区搭建起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鉴于农村居民对养老机构的

接受度低和支付能力不足,应着重发展针对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社区养老服务和居家养老服务.针对社会化

服务难以在碎片化的农村社区落地的难题,可鼓励支持引导本土的志愿者队伍和商业组织利用自身优势就近

为农村老人开展养老服务业.还应加强已有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和养老设施建设,鼓励以村级邻里互助点、
农村幸福院和敬老院为依托发展互助式养老服务,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参考文献

[１]胡亦扬,张文武 城市规模、政策筛选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２２ (５):

１５９Ｇ１６９
[２]刘晓光,张勋,方文全 基础设施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劳动力转移的视角 [J] 世界经济,２０１５,３８ (３):

１４５Ｇ１７０
[３]王安邦,何可,张俊飚放开生育政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吗? [J]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２２ (９):８２Ｇ９９
[４]许恒周,南方村庄组织化程度、土地流转与农民创业: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J]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２８ (６):７８Ｇ９１
[５]郭玫彤,张含宇旅游业发展对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 [J]南方经济,２０２２ (１０):７３Ｇ９２
[６]甄浩,贾男机器人使用加剧了农村劳动力回流吗 [J]当代财经,２０２２ (１２):３Ｇ１５
[７]张红丽,王芳芳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河南农村回流劳动力非农转移影响因素分析 [J]世界农业,２０２０ (１):６４Ｇ７１

—８３—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3郾07（总 531）



[８]吕沛璐,冯淑怡,曲福田农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全国４省农户调查数据 [J]农业

技术经济,２０２２ (８):３７Ｇ４９
[９]朱月季,杨琦,刘玲抑制或促进? 劳动力外流对农村人情消费的影响研究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５):１３６Ｇ１４７
[１０]陈宇斌,王森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碳排放 [J]经济与管理,２０２２,３６ (６):４３Ｇ４９
[１１]王欢,王灿,毕文泰,等农村劳动力外流、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J/OL]河南农业大学学报:１Ｇ１３ (２０２２Ｇ１２Ｇ

２１)[２０２３Ｇ０５Ｇ０８]https://doiorg/１０１６４４５/jcnki１０００Ｇ２３４０２０２２１２１５００１
[１２]李雪峰,戚军凯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 [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２１ (６):４５Ｇ５５
[１３]段成荣,谢东虹,吕利丹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 [J]人口研究,２０１９,４３ (２):１２Ｇ２０
[１４]吕文静发达国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经验及对中国失地农民就业的启示 [J]世界农业,２０１５ (５):１６２Ｇ１６６
[１５]张运红现代化进程中日本农民社会融合中的教育实践研究 [J]世界农业,２０１８ (９):２１４Ｇ２１７

TheRuralLaborTransferinNewEra: OrientationandPrioritization
WANGJiwen　ZHENGYurong

Abstract:Sincethe１８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therurallabortransferpolicy
hasbeenimproving,thescaleoftheagriculturaltransferpopulationhasincreased,thecitizenizationlevelhas
beenimproving,andthehigherqualityandmorefullemploymentaimhavebeenrealizedgraduallyThisartiＧ
clethuscombsthedevelopmenthistoryofrurallabortransferfromthreeaspects:freeflowing,humancapital
enhancementandcitizenizationThefundamentalreasonforthesebrilliantachievementsliesinthefactthat
theCPCandthegovernment,basedonthenationalconditions,havealwaysbeencommittedtogivingfull
playtotheprincipalroleandcreativityoffarmers,adheringtothegeneralpolicyofgivingprioritytoagriculＧ
turalandruraldevelopment,takingemploymentasthemainmeanstoincreasetheirincomes,and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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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加速了现代产业要素与乡村传统产业的融合,如何利用数字经济驱动乡村产业高质

量发展,是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中国

３０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各省份数字经济和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使用固

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探索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

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性;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改善劳动力要素错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资

本要素错配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中西部省份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 “数字鸿沟”,提升要素配

置水平,助力乡村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素错配;乡村振兴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３０７００４

1　引言

近年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１],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２].与

此同时,中国乡村产业仍面临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低、产业链条短、融合层次低和技术水平不高等问题,制约

着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指出: “充分发挥海量数据

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这为中国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数字技术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数智动能,助

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基于此,本文探索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和作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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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如何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现阶段乡村

产业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过度依赖政府、内生动力不足、效益低下和资源使用率低等问

题[３Ｇ４].乡村产业发展初期以农业为主,随着乡村地区的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正逐渐增加[５],从而

形成比较完整的乡村产业体系.现有文献对乡村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产业或产业融合方面:黄卓和王萍

萍以农业龙头企业的产业链模式和大型金融科技平台的综合模式为例,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解决数字农业中

融资难的问题[６];钟真等探讨了农业经营主体从事社会化服务对其粮食生产参与、生产规模、生产方式的影

响[７].部分文献也对乡村旅游业进行了一定研究[８Ｇ９].有关产业融合层面的研究,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

探讨:一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乡村产业融合进行测算[１０],二是三产融合的经济效益[１１].乡村产业融合通过挖

掘新功能和新价值、培育新业态、打造新载体促进乡村产业发展[１２],也能兼顾效率与公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１３].此外,王瑞峰和李爽以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十大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发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主要受政府、基础、品牌和目标四类因素的影响,揭示了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和影响因素[１４].覃朝晖

和潘昱辰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 “正向边际效益溢出”趋势[１５].综合来看,有待进一步深

化对乡村产业发展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研究,特别是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
关于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关系的研究,学术界主要从机制与路径方面进行了理论探讨[１６].数字经济作为

一种新型经济形态,通过构建 “物理世界”和 “数字世界”孪生的虚拟空间[１７],能够吸引资本、技术、人才

等传统要素进入农村,形成新型生产要素与传统要素协同发展,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

展[１８].例如,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电子商务进村能够降低第一产业比值,优化乡村产业结构[１９].Song等使

用聚类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于乡村人力资本水平、农民市场对接能力、创业就业机会和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具

有促进作用[２０].但有学者指出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尚未有效协调发展,存在数字成果孤岛化、数字研发空心

化、创新资源碎片化和政策落实悬空化等问题[２１].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现有文献对数字经济和乡村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但仍存在

以下不足:一是现有研究对乡村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三产融合或者单一产业发展层面,仅体现了乡村产业发

展的一个方面,未系统性全面性考虑乡村产业发展的内涵与外延;二是现有研究大多从理论层面探讨数字经

济对乡村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较少从定量层面考虑,从要素配置角度探索其影响机制的研究更

少.由此,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从效率提升、结构优

化、绿色发展和公平共享四个维度构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丰富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理

论和实践;二是使用面板数据运用计量分析方法,从定量角度探索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

应和作用机制,为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施策提供指导和借鉴.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数字经济依托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进

行数字化赋能,能够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２２].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乡村产

业效率提升.产业数字化使乡村产业的生产、销售、售后等环节实现数字化和网络化.随着数字技术和数据

要素逐渐融入乡村产业,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也会向自动化和智能化转变,其生产和流通等运行效率

会得到大幅提升[２３].第二,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数字经济与农业的融合催生智慧

农业,同时能对接独特资源供需市场,将农村特有的农业景观通过线上快速传播到城市需求市场,给乡村带

来旅游收入[２４].技术的提升使得乡村农产品加工成为可能,通过对农产品加工延长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

值,促进产业的融合发展和转型升级.第三,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乡村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能

够为乡村产业提供信息技术,转换乡村产业高排放、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完善数字化乡村发展体系,促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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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产业生产方式向绿色方向转变.通过数字技术整合乡村产业线上线下、前端后端等环节,构建 “生产—运

输—消费—回收”全产业链条,提高资源利用、污染减排等效率[２１].第四,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公平

共享 (图１).数字经济的发展使乡村地区享受到了 “数字红利”.一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农村网络基础设

施的完善,农民可以通过线上线下、虚拟实体相结合的方式直接出售产品,各种互联网平台使农产品减少中

间交易环节,增加了农民收入[２５].二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吸引了大批务工

人员返乡创业,也为农村带来了更多就业岗位.农村居民不再局限于务农的低收入方式,增加了收入来源,
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１: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驱动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尚未形成规模化发展、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互联网普及率低、网络效应发挥有

限,很难辐射到乡村地区,对乡村产业的作用效果还未得到有效释放.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政策导向的影

响,数字经济逐渐渗透到农村地区,乡村产业数字化规模扩大,对乡村产业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另外,数

字经济受到 “梅特卡夫法则”的影响,即网络的价值为网络节点数的平方,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２６].据

此,本文提出假说 H２: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非线性效应.
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经济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数字经济兴起之前,信息传输主要依靠语音和文字

等方式,难以实现信息实时传输.数字技术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将要素信息具体化、动态化,并通过互联网

和大数据实时共享,突破了时空限制,实现供求双方的双向反馈、供求信息精准匹配,改善要素错配[２７].同

时,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要素流动壁垒.随着数字经济向农村渗透,乡村数字基础设施逐渐得到改善,城

乡二元制结构逐渐被打破,改变了传统要素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通问题,促进了要素在农村和城市间的合

理配置,要素配置效率得到提升.要素错配的改善通过激发农村发展潜力、激活农村要素市场,促进乡村产

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理论上通过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改善要素错配,但由于 “数字鸿沟”
问题的存在,数字经济可能也会扩大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导致 “数字鸿沟”问题越发严重.城市有更大

的经济体量,能够吸引更多的高技术人才,资金也会有更多的投资方向,这使得传统生产要素从农村流向城

市,导致 “城市更快发展,农村缓慢发展”,从而加剧要素错配,阻碍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据此,本文提

出两个具有竞争性的假说———假说 H３a:数字经济通过改善要素错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假说 H３b:
数字经济会加剧要素错配从而抑制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图１　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框架

3　研究设计

３１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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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农村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EPS数据库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２８].鉴于数据可得性,在省份上剔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数据;由于无法获得２０２０年各省份固

定资产投资额,本文最终选择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中国３０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减少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

连续变量进行１％的缩尾处理.

３２　变量定义

３２１　被解释变量: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乡村产业应挖掘农业发展潜力,发挥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乘数效应.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效率

的提升,同时应该考虑绿色发展和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２９].本文从效率提升、结构优化、绿色

发展和公平共享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具体地,效率提升包括人均粮食产

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农林牧渔业职工人数的比值①.其中,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使用

随机前沿方法计算得到,投入指标包括劳动投入、土地投入和资本投入,分别使用农业从业人员、农作物播

种面积和农业机械总动力衡量,产出指标使用农业总产值衡量.结构优化包括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个数和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绿色发展包括有效灌溉面积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

值、当年新增绿色食品获证单位数、农业化肥施用量和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公平共享包括城乡居民收入比

(农村＝１)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具体指标构成如表１所示.使用熵权法,将以上指标进行标准

化降维处理,得到各指标的权重,从而计算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记作hqdri.

表１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方向 权重

效率提升

人均粮食产量 ＋ ００９３６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 ００４５０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林牧渔业职工人数 ＋ ０２１７８

结构优化

第一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 ００１８１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个数 ＋ ０１７３５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 ０１３２２

绿色发展

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 ００６６９

当年新增绿色食品获证单位数 ＋ ０１３３９

农业化肥施用量 － ００１７２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 ００１７８

公平共享
城乡居民收入比 (农村＝１) － ００２１８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 ００６２２

３２２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关于数字经济的测度,现有文献没有统一的测度指标.根据以前文献研究,本文参照赵涛等[２６]的方法,
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其中,互联网发展从普及率、从业

人员、产出情况和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四个方面进行衡量,具体使用互联网上网人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电信业务量和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进行衡量;数字普惠金融使用的是北

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具体指标构成见表２.使用熵权法,将以上指标进行标准化降维处理,得到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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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标的权重,从而计算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记作digit.

表２　数字经济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方向 权重

互联网普及率 互联网上网人数 ＋ ０１５３５
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 ０３３０２
互联网相关产出情况 电信业务量 ＋ ０３４１６
移动互联网普及率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 ００８６９

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００８７８

３２３　中介变量: 劳动力与资本要素错配

本文借鉴 Hsieh和 Klenow[３０]的计算方式,使用与有效配置的偏离程度衡量要素错配:

γKi＝
Ki

K
æ

è
ç

ö

ø
÷/SiβKi

βK

æ

è
ç

ö

ø
÷ ,γLi＝

Li

L
æ

è
ç

ö

ø
÷/SiβLi

βL

æ

è
ç

ö

ø
÷ (１)

式 (１)中,Si＝
piyi

Y
表示省份i的产出yi 占整个经济体总产出Y 的份额,βK ＝∑N

iSiβKi表示产出加权

的资本贡献值,Ki

K
表示省份i使用的资本占资本总量的比值.而

SiβKi

βK
是资本有效配置时省份i使用资本的理

论水平,二者的比值反映的是实际使用的资本量和有效配置时的理论比值的偏离程度,即省份i的资本要素

错配程度.如果该比值大于１,说明对于整个经济体来说,省份i的资本价格较低,导致该省份的资本配置

过度,反之则说明该省份实际配置的资本要素小于该省份有效配置时的理论水平,资本配置不足.
由式 (１)可知,要计算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扭曲系数,必须先计算出各省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产

出弹性βK 和βL.
对于资本和劳动力产出弹性,本文借鉴白俊红和刘宇英[３１]的做法,采用索洛余值法进行计算.设定如下

规模报酬不变的CＧD生产函数:

Yit＝AKβKi
it L１－βKi

it (２)
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并在模型中加入省份效应和时间效应,整理可得:

ln(Yit/Lit)＝lnA＋βKiln(Kit/Lit)＋ωi＋λt＋δit (３)
式 (３)中,产出变量Yit用各省份的 GDP表示,并以２０１１年为基期,将其他年份的 GDP按照 GDP平

减指数平减为２０１１年不变价格的实际 GDP.劳动力投入Lit使用各省份一二三产业人数之和.资本投入量

Kit用各省份的固定资本存量表示,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公式如下:

Kt＝It/Pt＋(１＋ρt)Kt－１ (４)
式 (４)中,Kt 为当期的固定资本存量,It 为当期的名义固定资本形成总额,Pt 为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ρt 为折旧率 (使用９６％衡量[３２]),Kt－１为上一期的固定资本存量.

３２４　控制变量

除了核心解释变量以外,本文还需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变量,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

为控制变量:① 惠农政策 (policy),使用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生成虚拟变量衡量;② 城镇化

(urban),使用城镇人口数与总人口数的比值衡量;③文化设施 (culture),使用对数形式的图书馆总藏量衡

量;④交通通达度 (transport),使用对数形式的汽车油路长度衡量;⑤产业结构 (structure),使用第二产

业增加值占 GDP比值衡量.

３３　实证模型

３３１　基准模型

为检验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固定效应模型: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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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driit＝Ə０＋Ə１digitit＋Ə２controlit＋θi＋χt＋ηit (５)
式 (５)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被解释变量hqdriit表示省份i在t年的乡村产业高质量发

展水平,核心解释变量digitit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controlit表示可能影响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控制变量

集,具体包括以下变量:惠农政策、城镇化、文化设施、交通通达度和产业结构.Ə０ 为不随个体变化的截距

项,θi 为省份固定效应,χt 为时间固定效应,ηit为随机误差项.digitit的系数Ə１ 表示的是数字经济对乡村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若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Ə１ 应显著为正.

３３２　机制模型

为探索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本文设定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hqdriit＝Ə０＋Ə１digitit＋Ə２controlit＋θi＋χt＋ηit (６)

Mit＝α０＋α１digitit＋α２controlit＋θi＋χt＋ηit (７)

hqdriit＝κ０＋κ１digitit＋κ２Mit＋κ３controlit＋θi＋χt＋ηt (８)
其中,M 为中介变量,指要素配置,本文中具体指资本要素错配 (cm)和劳动力要素错配 (lm),其他

变量的含义与式 (５)一致.

３３３　门槛模型

为验证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否存在单一线性关系,本文构建如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

检验:

hqdriit＝ξ０＋ξ１digitit×d(q≤τi)＋ξ２digitit×(q＞τi)＋ξ３controlit＋ηt (９)
式 (９)中,相应变量的含义与式 (５)一致.d ()为示性函数,当括号内条件为真则取值为１,反

之为０.q为门槛变量,τi 为特定的门槛值.如果门槛值的选择是合理的,并且门槛值通过显著性检验,则

ξ１ 和ξ２ 的估计值应显著不同.以上仅分析了单门槛的情况,也可能存在多门槛的情况,多门槛的设定与单

门槛类似,本文不再赘述,仅在后文对多门槛进行检验.

３４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３所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均值为０２３９８,最大值为０５７７９,说明

各省份乡村产业改善空间较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最小值为００２３５,最大值为０６０４７,说明各省份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另外,在惠农政策、城镇化、文化设施、交通通达度和产业结构方面,各省份的差距也较

明显.

表３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hqdri ２７０ ０２３９８ ００９７８ ０１０１７ ０５７７９
digit ２７０ ０１７６９ ０１１７１ ００２３５ ０６０４７
policy ２７０ ００５９３ ０２３６５ ０ １
urban ２７０ ０５７６４ ０１２１６ ０３６８０ ０８９３０
culture ２７０ １６８９７９ ０７１８８ １５１４７９ １８３７４４

transport ２７０ １１１１５８ ０７３４７ ９０４０６ １２６３４０
structure ２７０ ０４３８８ ００８５７ ０１９０１ ０５７６９

4　实证结果与讨论

４１　基准回归

　　表４为式 (５)的基准回归结果,列 (１)为不考虑控制变量、年份与省份效应下的回归结果,列 (２)
为考虑年份与省份效应的估计结果,列 (３)为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年份和省份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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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的系数都为正且均在１％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其促

进作用为０４５３８,假说 H１得到证实.此外,惠农政策、城镇化、文化设施、交通通达度和产业结构对乡村

产业高质量发展均有促进作用.

表４　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hqdri (２)hqdri (３)hqdri

digit ０５４５２∗∗∗ ０５１６０∗∗∗ ０４５３８∗∗∗

(０１６８０) (０１５２１) (０１１４０)

policy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０８２)

urban ０４８４８∗∗∗

(０１４４８)

culture ００３４０∗

(００１７６)

transport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１１５)

structure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８４３)

_cons ０１４３４∗∗∗ ０１４８６∗∗∗ －０９２１５∗∗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２６９) (０３６７３)
年份效应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效应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R２ ０４２６３ ０９６１０ ０９７１９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１０％、５％、１％,括号内标准误聚类于省份层面.表５至表１０同.

４２　稳健性检验

４２１　内生性检验

乡村产业发展较好的省份,其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会得到提升,也会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

可能存在双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通过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降低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借鉴黄群慧等[３３]的方

法,选取１９８４年各省份电话数作为工具变量.由于海南数据没有公布,因此内生性检验没有纳入海南样本.
一方面,数字经济是历史通信的延续发展,历史上通信技术为现代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发展基础和技术支

撑,满足相关性.另一方面,历史上的电话数对现在的乡村产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满足外生性.需要说明

的是,该数据是横截面数据,不能直接应用于面板数据分析,参照赵涛等[２６]的处理方式,选取一个时间序列

数据与其相乘.具体而言,以全国上一年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分别与１９８４年各省份电话数相乘作为本文

的工具变量 (digit１).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存在内生性 [chi２ (１)＝６００６００,prob＞chi２＝
０００００],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其中,识别不足检验 (LMstatistic)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

的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 统计量的值大于１０％的临界值,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假设,说明选取的工具变

量与数字经济是高度相关的.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前文得出的数字经济

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驱动效应是稳健的.

表５　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hqdri (２)digit

digit ０７９１５∗∗∗

(０１１５８)

digit１ １１０３５７∗∗∗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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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 (１)hqdri (２)digit

(１９９８０)

KleibergenＧPaaprkLMstatistic ６１２２３
(PＧvalue) (０００００)

KleibergenＧPaaprkWaldFstatistic ６６８０８
１０％ maximalIVsize １６３８
１５％ maximalIVsize ８９６
２０％ maximalIVsize ６６６
２５％ maximalIVsize ５５３
_cons －０８１７７∗∗∗ －０３１３９

(０２２５６) (０２５０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N ２６１ ２６１
R２ ０９６４０ ０９７０７

４２２　其他检验

为验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继续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①变换方法重新测度数字经济发

展指数.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重新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结果见表６列 (１).②剔除四个直辖市,以检验

非直辖市样本中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见表６列 (２).研究发现digit的系数仍然显

著为正,说明前文得出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驱动效应的结论是比较稳健的.

表６　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hqdri (２)hqdri

digit ００２４１∗∗ ０４６２７∗∗∗

(０００９３) (０１５０２)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N ２７０ ２３４
R２ ０９６７９ ０９７３２

４３　非线性检验

在估计模型之前对面板门槛模型进行检验.为确定门槛数和门槛值,本文使用Bootstrap抽样法模拟似

然比统计量１０００次,估计出门槛值及个数的相关统计量如表７所示.结果显示,存在双重门槛,三门槛不

存在.面板门槛回归结果见表８.门槛回归结果表明,当小于第一门槛值０２１７２时,数字经济的系数为正

但不显著;当大于第一门槛０２１７２小于第二门槛０３００５时,数字经济的系数为０１９０３,且在１％水平上

显著;当大于第二门槛０３００５时,数字经济的系数为０３７５０,且在１％水平上显著.可以看出随着门槛值

的提升,数字经济的系数逐渐显著变大,说明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其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

进作用逐渐增强,假说 H２得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不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
可能原因在于数字经济还未形成网络效应的发展初期,农村地区基础设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水平较低,导

致农业数据信息资源传输和利用水平不足,数字化治理水平较低,从而使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

进作用有限.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农民数字技术能力得到提升,
能够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３４],从而使得数字经济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

发展.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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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变量 门槛 门槛值 BS F 值 P 值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０％临界值

数字经济

单门槛 ０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９４３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５６２２ ６４５４５３ ５８８５０９

双门槛
０３００５
０２１７２

１０００ ５２３５ ００２４０ ５５９４２９ ４６０７４６ ４０７５０２

三门槛 ０３５９６ １０００ ７０８１ ０８３６０ １８９３８６６ １７０９２３６ １５９６０２８

表８　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１)hqdri

digit＜０２１７２ ００４８４
(００５２０)

０２１７２≤digit＜０３００５ ０１９０３∗∗∗

(００４４４)

digit≥０３００５ ０３７５０∗∗∗

(００３８２)
时间效应 已控制

省份效应 已控制

N ２７０
R２ ０９３５１

４４　机制检验

数字经济通过缓解要素错配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检验结果如表９所示.表９列 (１)、列 (２)
为劳动力要素错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列 (１)显示数字经济对劳动力要素错配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列

(２)中数字经济和劳动力要素错配系数分别在１％和５％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经济通过改善劳动力要素错

配水平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存在.进一步抽样６５０次进行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间接效应在５％
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证实了该机制存在.表９列 (３)、列 (４)为资本要素错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结果显

示,数字经济加剧了资本要素错配程度,经过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资本要素错配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中介效应不存在.可能的原因是,虽然近年来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已经明显改善,但相较于城市,宽带和网

络终端等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底子薄等问题仍然突出,由此引起的 “马太效应”和城乡数字鸿沟现象越发严

重,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资本要素会向城市集聚,导致更多的资本流向城市,形成 “数
字经济—城市发展—资本投入—资本收益—吸引资本投入”的循环,最终加剧资本要素错配[３５].

表９　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lm (２)hqdri (３)cm (４)hqdri

digit －０２５８４∗∗ ０４３８９∗∗∗ ０５７１１∗∗∗ ０４５６３∗∗∗

(０１１９６) (００４６９) (０１８０７) (００４７９)

lm －００５７７∗∗

(００２５８)

cm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１７３)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Bootstrap检验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１６６)

N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R２ ０９９０９ ０９７２５ ０９６６４ ０９７１９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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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异质性检验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在地理文化、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数字经济省

际发展差距较大,可能导致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因此有必要从区域上分

析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差异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区域划分方法,将样本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

组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１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 [列 (１)]的数字经济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中西部地区 [列 (２)]的数字经济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在中西部省份能显著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

发展.可能的原因是,近年来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和战略布局使得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空间更

大,中西部地区处在边际效应递增阶段.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早,受到 “虹吸效应”的影响,处在边际

效应递减阶段,因此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这也说明了持续推进中西

部地区发展和数字乡村建设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表１０　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hqdri (２)hqdri

digit ０２３７１ ０８１１１∗∗∗

(０１７３４) (００７７９)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N ９９ １７１
R２ ０９７１５ ０９７８５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能否有效促进乡村

产业高质量发展?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能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参考.本文利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

中国３０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索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本文的研

究结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经过内

生性、变换方法和剔除直辖市的方法检验依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非线

性特性,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三,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改善

劳动力要素错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另外,数字经济会加剧资本要素错配程度,资本要素错配的中介

机制不存在.第四,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因区域而异.具体地说,数字经济在中西部

省份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弥合城乡 “数字鸿沟”.当前中国

各地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错配现象,应充分利用当下数字经济发展浪潮,打破城乡要素流动

壁垒,以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将城市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吸引到农村,同时各地区应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和

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差异化数字经济,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二,落

实数字乡村建设,培育壮大农业农村数字经济.推动宽带、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进入乡村,提高农村地

区互联网普及率.开展乡村地区４G基站补盲建设,逐步推动５G和千兆光纤网络向有条件、有需求的乡村延

伸,补齐乡村网络基础设施短板.同时,鼓励开发适合 “三农”领域的信息终端、技术产品和移动互联网应用

软件,不断丰富 “三农”信息终端和服务供给,推动农业农村向现代化过渡,助力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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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oesDigitalEconomyDriv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RuralIndustries
—AnalysisBasedontheMisallocationofLaborandCapitalFactors

QINZhaohui　TIANJiexin　HEYu
Abstract:Thedigitaleconomyhasacceleratedtheintegrationofmodernindustrialelementsandtraditional
ruralindustries Howtousethedigitaleconomytodrive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ruralindustriesis
animportantpartofChina’seffortstocomprehensivelypromoteruralrevitalizationandconsolidatepoverty
alleviationBasedonthepaneldataof３０provincesinChinafrom２０１１to２０１９,theentropymethodisusedto
measurethecomprehensiveindexof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digitaleconomyandruralindustryineach
province,andthefixedeffectmodel,intermediaryeffectmodelandthresholdregressionmodelareusedtoexＧ
ploretheimpactandmechanismofdigitaleconomyon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ruralindustry ThereＧ
searchshowsthatdigitaleconomyhasasignificantdrivingeffecton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ruralinＧ
dustries;theimpactofdigitaleconomyon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ruralindustrieshasanonlinear
characteristicFurther,digitaleconomypromotes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ruralindustriesmainlyby
improvingthemisallocationoflaborfactor,andtheintermediaryroleofcapitalfactormisallocationisnotsigＧ
nificantTheheterogeneityanalysisshowsthatdigitaleconomyplaysamoreimportantroleinpromotingthe
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ruralindustriesinthecentralandwesternprovincesTherefore,weshouldfurＧ
therimprovetheconstructionofdigitalruralinfrastructure,narrowthe“digitaldivide”betweenurbanand
ruralareas,improvetheleveloffactorallocation,andhelpruralindustrialtransformationandhighＧ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DigitalEconomy;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RuralIndustry;FactorMisallocation;RuralReviＧ
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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